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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康有为完成于１９０４年底的《意大利游记》为说明性个案，试图

呈现其欧亚文明论的基本面貌。文章将文本与这位“先时之人物”所处的时

代相联系，勾勒出康氏的旅欧行程、意大利考察和文明叙述的轮廓，梳理了康

氏在其“异域志”中表达的有关升平一统（帝国）、中西文明之异、文明关联互

动等看法。文章指出，《意大利游记》是古代华文异域志的近代遗响，而康有

为借之表达的看法，实构成一种“文明—现代性”主张。本文为作者所写有关

法国社会学年鉴派文明与文明研究构想之论文的续篇。文章指出，康有为对

文明的界定与其同龄人涂尔干的看法有诸多相通之处，但也有不同点：康氏

与涂氏都将现实发生的文明界定为“超社会现象”，视其为国族与世界之间的

中间范畴，但相比于从结构观点看文明的涂尔干，康氏在考察文明的存在方

式时更关注其历史的治乱轮替动态，也更为重视其政体实现形式。文章最

后，作者思考了２０世纪康氏欧亚文明论的遭际，指出相比“国族营造”之社会

科学，康有为融通“我他”文明的叙述依旧有其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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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论

笔者近期考察了法国社会学年鉴派（下文亦称“法兰西学派”）文明
叙述在一战前夕的缘起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长为人文科学的历程
（王铭铭，２０１５，２０１８ａ，２０１８ｂ；Ｘｕ　ａｎｄ　Ｊｉ，２０１８）。本文拟自西返东，回望
“学科格式化”（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后期）（Ｗａｎｇ，２０１７）之前中土知识人
对同一主题（“文明”）的论述。本文将集中审视康有为的相关看法。众
所周知，康有为是世变阶段“先时之人物”（梁启超，２００６：１０５—１０８），著
述浩如烟海，自身构成一个宏大的思想世界。为了避免力不从心可能
导致的问题，本文将运用社会人类学惯用的个案研究法，在这个思想世
界中划出一个如村社一般的方法学“分立单元”（ｉｓｏｌａｔｅ）（如 Ｆｅｉ，

１９３９），将其众多作品中的一个———《意大利游记》———视作窥视其内里
的窗口。

《意大利游记》１完成于１９０４年末，所述主要内容为康氏游意大利
时的行旅和所见、所闻、所读、所想，按行程时间顺序编排，如同日记，并
非学术专著。不过，康氏在文本中也收录了不少带论说文特点的附
文，２这些附文篇幅不大，但学术含量厚重，系统呈现了康氏文明论的
要义。

１．本文所据为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年）上海广智书局版《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意大利
游记》，以下简称《意大利游记》。

２．这些附文包括《附论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中国不保存文物，不如罗马》、《罗马四百
余寺不如保罗庙》、《附论议院之制必发生于西而不发生于东》、《罗马沿革得失》、《意大利沿
革》、《意大利国民政治》、《罗马之教（附论耶教出于佛）》、《旧说罗马之辨证》、《罗马与中国汉
世之比较，罗马不如中国者五》、《论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共计１１篇。

康有为的思想与事迹已得到近代史家、思想史家、哲学家的专门研
究，之所以关注康氏《意大利游记》，乃因笔者是一位对华文异域志传统
有浓厚兴趣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者，这一文本关涉笔者所从事之专业长
期存在的问题。在人类学学科领域，西方中心主义（这一“主义”的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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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幻莫测，时常带着其他“主义”的面孔出现，产生影响的方式极其微
妙）有着巨大支配力，本土学者有责任立足于“我者”的知识土壤，畅想
其既有之“他者看法”（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的当下价值。为此，
本文追溯了华文异域志传统的源流（王铭铭，２００７），发现康氏相关著述
有着突出的重要性。

康氏在海外游历中进入的是人类学研究者常引以为自豪的“他者
之境”。康氏之创作旨趣超越了“我者”局限，文体富有异域志形质，相
当接近人类学的异域叙述。这一形质并不由他新创，更非由模仿而来
（当时人类学尚未在华立足），而是他通过因袭扬弃古人积淀的传统而来。

华文异域志出现得很早，其对象区域与近代欧美人类学同等广泛
而多样，早已涉及西方这个方位，如西王母之境。到了中古，“中西通
道”得以更多开辟，欧亚大陆东西两方之间的交流互鉴得以增进，作为
异域志对象之一部分的西方，如西域、大秦、印度、西洋等，得到了更多
表述。到１９世纪中期之后，面对物质、制度、精神诸方面之“欧化”挑
战，先贤们并没有舍弃异域志传统，反倒使它变得更加生机勃勃。其
间，涌现了大批借出使、留学、流放、移民等机会而展开的“世界活动”，
其足迹遍及世界各地，能在文字上留下痕迹者只是部分，但这些部分却
充分表现出近代中国人对于西方文明的浓厚兴趣。不同于深受套用西
学格式规范制约的我辈，当年那些“世界活动”的主体眼光已足够开放，
但脑海里却依旧流动着古老意象，他们的言辞里有不少新概念，但身在
古今之间，他们依旧运用着有别于近代“科学”的语汇。这些既使其幸
免于主观／客观、社会／世界的观念和政治心理分裂病症，又使其有机会
体认西方社会思想界若干重要局部致力于寻获的中间环节。

巨变时代，康有为保持上述“认识姿态”，身体力行，游历世界各地，
基于观察和思考，写出了大量海外游记。这些著述的问世表明，异域话
语不是西方人的专利，当西方观察他者之时，它也作为其他文明的他者
被观察着。对西方异域话语的知识／权力实质的反复揭示（Ａｓａｄ，

１９７３；Ｆａｂｉａｎ，１９８３；Ｓａｉｄ，１９７８；华勒斯坦等，１９９７），不仅无助于克服
西方中心主义，还有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制造出一种以反西方主义为表
现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学者若是真的有意祛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幽
灵，他们亟待做的工作便应当是呈现不同文明的他者看法。

《意大利游记》成书于戊戌变法失败（１８９８年９月２１日）后康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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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史的“海外流亡”阶段（１８９８—１９１３年）。其间，康有为考察了许多欧
洲国家（张启祯、张启礽，２０１８：４２—５８），有机会对其中一些国家的近代
化成败经验加以判断（章永乐，２０１７ａ）。他还行至不少古老文明所在地
（钟叔河，１９８５；张冶，２００７），对文明之历史运势加以比较分析。“南海
圣人”以其“我者”为出发点，承载文明理想，以自主而开放的心态进入
一个诸文明同生共存的世界，以“文化自觉”（费孝通，２００４）为立场，写
下大批著作，记录了其作为上下内外关系的承载者周行天下、贯通古今
之所得。《意大利游记》是这些著作中最为系统而有价值的文本之一。

用“学科格式”来界定异域志的学者，也许会以康有为在考察和书
写中表现出的随意性为由，贬低其著作在学术史上的地位。然而，必须
指出的是，正是这些随兴而发的字句比众多索然无味的“民族志”（即一
向被认定为人类学研究基础层次的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详见列维—斯特劳
斯，２００９）更真实而精彩。康氏《意大利游记》堪称另一种“深描”（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Ｇｅｅｒｔｚ，１９７３）。在“田野工作”中，康有为的观察细致入
微，在描述其“田野发现”时力求如实。如此一来，其作品便充满了民族
志学所重视的“细节”。与此同时，他保持着来自古老文明带给他的关
切、意象和愿景，而这些帮助他定位了自己旅行的出发点，使他在行走
中有更强的好奇心。康氏最终在书写中表现出了高度的思想关怀，融
通了主／客两面，完成了一部富有意味的志书。

上述“意味”，不仅缘于一种他者看法，而且缘于一种文明洞见。在
其意大利之旅中（其欧洲十一国游的一部分），康有为经海道进入“五海
三洲”文明圈（见后文），登陆意大利。在那里，他深入到罗马帝国文明
之中，由此展望欧亚，在距离遥远的不同世界之间摸索，进而返身近世，

对东西方文明之异同进行了有现实关怀的比较和联想，通过这一比较
和联想抵近了法兰西学派文明研究阶段３所谨慎踏入的思想领域。

３．该阶段开始于康有为完成《意大利游记》九年之后，其标志为１９１３年涂尔干与莫斯合撰《关
于文明概念的札记》一文（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２００６；王铭铭，２０１８ａ）。

为了说明康氏之“文明构想”具体如何生成，有何内容和含义，下文
将先以康有为学术和政治生涯的轮廓为背景，考察康氏有关“国际性”

的看法与法兰西学派导师涂尔干之同题社会学叙述的异同；接着，文章
将勾勒康氏“西游”的行旅线路，并对其路途中的思想活动加以说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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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将用更多笔墨复原《意大利游记》正文和附文所记载的康氏有关升
平一统（帝国）、文明、中西之异、文明关联互动等的见解；最后，文章将
在总结康氏文明论述的要点基础上，将之与西学中的同类论述相比照，
在一致与差异的认识中理解其有别于其他论述的含义，并阐明对其历
史遭际和当代价值的看法。

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塑造了某种有关文明的看法。这一看
法与涂尔干和莫斯对文明的构想颇多相通之处。其中突出者为，康氏
将事实意义上的文明放置在其界定的“三世”（萧公权，２００５：２７７—４０３）
的中间环节加以考察，视其为超越“据乱”通向“太平”的过渡阶段（“升
平”）。这一看法与涂、莫二氏对介于国族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环节（如宗
教、交换系统与物质文化）的看法异曲同工。

然而，与从结构观点看待文明的涂尔干不同，康氏的观点更为历
史，其呈现的文明更富有动态感。对他而言，如果说文明之动态亦有其
“结构”，那么，这个“结构”便是时间线条性的，可以理解为“据乱”与“升
平”的“钟摆”，而非法兰西学派所关注的绵延不断的“社会”和“超
社会”。

往复于东西方之间，康氏的确是一位“全球秩序的思考者”（章永
乐，２０１７ｂ），但他并没有因此像今日众多“全球化”、“全球史”研究者那
样，好不容易从国族化社会科学的“噩梦”中醒来，便掉进另一个梦境；
他没有混淆大同理想与非大同现实，相反，他将自己提出的世界大同理
论悬置在“乌托邦”这一层次上，在游历和书写中务实地将精力集中于
考察家、国、天下三层次中的后两个层次（国与天下）之实际关系上，对
不同文明处理这一关系的不同方式展开了比较和联想。

在《意大利游记》的跨文明比较部分，康有为表达了其对西方“分
国”政制（即“民族国家”）的负面看法和对中土一统传统———即“文明—
国家”传统（甘阳，２０１８：１—１８）———的正面评价。这些看法和评价的儒
家内容一度让“后康有为时代”的儒者深感欣慰（钱穆，１９４７），也一度让
非儒者站在共和进步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立场上表达遗憾（钟叔河，

２０００：４０８—４３６）。不应否定，在思想史和哲学中，做此类立场性解读有
其必要性。然而，我们不能因为要展开立场性解读而无视如下事实：康
有为的心境本比身在“后康有为时代”的我辈杂糅，因而也更有可能同
时展开师从祖先与借力外人的工作（王铭铭，２０１５：４１８—４２６）。可以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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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正是康氏的这一“杂糅”心境，使其与其身后众多致力于用“完美的
类型”来对历史和思想进行分类的学人构成反差。如果说解读必须基
于理解，那么，理解康氏之看法有别于后人的特征，便是我们应做的首
要工作。本文深信，通过做这项工作，我辈将有可能在历史比较中认清
自身的知识处境。另外，必须表明，任何意义上的思想史与哲学立场性
解读，都无需人类学研究者再重复，即使这种重复可以带来新的辨析，
毕竟本文的旨趣并不在此。本文的问题意识生发于对华文异域志传统
的相关看法，鉴于康氏在书写海外游记时尤其关注欧亚文明问题，而这
实为以考察欧亚以外或欧亚“内部边疆”之“原始社会”为己任的人类学
研究者所真正关注的问题，因此本文将对康氏文本中的相关讨论进行
重点考察。这项考察当然也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解读，但本文试图完成
的既非立场识别又非考据，而是理解，是“对解释的解释”。

二、比较地看康有为

梁启超在《南海康先生传》中对时势与人物之间关系加以分析，区
分出“应时之人物”与“先时之人物”，以前者指代时势所造之英雄，以后
者指代“社会之原动力”。梁启超（２００９：２８３）认为，乃师符合“先时之人
物”富有理想、热诚、胆气的“德性三端”，其“精神事业，以为社会原动力
之所自始”，因而“为中国先时之一人物”。

康氏在学问的“修养时代”，重史志，通程朱陆王之学，而鉴于“性理
之学，不徒在躯壳界，而比探本于灵魂界”，于是“潜心佛典，深有所悟”
（梁启超，２００９：２８４、２８５）。后康有为在游历中“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
整，属地如此，本国之更进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
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出之书尽读之”（梁启超，

２００９：２８５），最终兼收了中印西三大知识—宗教传统。鉴于“中国人功
德缺失，团体涣散……与从而统一之，非择一举国人所同戴者而诚服
者，则不足以结合其感情，而光大其本性”（梁启超，２００９：２９０），康有为
主张从“孔教”入手，建立一种与佛耶对等的精神事业，以之兼容古代佛
家的平等主义思想和近代西方的进化主义观点。他赋予儒学以救世宗
教之内涵（唐文明，２０１２；干春松，２０１５），主张“大同之统”，以《春秋》为
孔教精神之典范，依其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之说，将“国别主义”界定
为文明的初中级阶段。康有为“自成一家之哲学”（梁启超，２００９：２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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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仁”的观念重新解释了博爱思想，以世界为先，家国次之，采取接近
社会进化论的观点。４

４．斯托金（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１９８７）指出，１９世纪的进化论中，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主张复原人类的
自然属性，而内容有异的文明进化论则绝大多数基于人类心智一致性看法展开历史思考。康
有为思想或暗合这两种进化论的主张，但有着更鲜明的启蒙进步论特征，更兼有地理学的文
化区域内容。另外，在界定社会进化进程的方向时，康氏一方面明显不以欧洲为进步的标志，
另一方面时常采取古代中国的治乱史观对历史中的进步与倒退进行解释。

在温习了法兰西学派的部分文明论述之后返回康氏思想世界，本
文认为，东西方２０世纪初之两种“思想转向”相互间隐约有着某种“缘
分”。１９世纪出生之伟人既多，而涂、康这两位深刻影响了东西方近现
代思想和政治生活的时代枢纽人物，竟是严格意义上的同龄人！康有
为生于１８５８年３月１９日，涂尔干生于同年４月１５日，前者仅比后者
长一个月零四天。分别出生于儒学世家和犹太教家庭，生长在欧亚大
陆之“极东”和“极西”，两位人物的生活遭际必然有所不同。然而，由于
身处同一个时代，二者之心态和思想存在诸多可供联想和比较的方面。

涂尔干生活在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时代，这场影响世界的革命虽给
涂氏留下了“文化欢腾”的印象（Ｇａｎｅ，１９９２），甚至让他觉得革命潜在
着创造传统之力（涂尔干，２００６），但其带来的历史断裂，其与君主制相
互轮替造成的动荡，其所制造的社会失范问题，都让涂尔干对革命前的
社会（如行会和教会制度）颇为向往。他萌生了基于历史启迪在传统和
现代的中间地带重建伦理道德的设想（涂尔干，２００１）。在《宗教生活的
基本形式》（涂尔干，２００６）这部集中表达其有关社会和文明构成的观点
的杰作出版之前，为了在法兰西社会的断裂中重造秩序，涂尔干写了大
批社会学著作，论述了“有机团结”的可能性（涂尔干，２０００）。这些论著
对于社会秩序和集体表象如此重点强调，以至于后世甚至会误以为涂
尔干的思想等同于国族主义。然而必须看到，即使年鉴派导师曾鉴于
“乱”而侧重通过国族社会凝聚力之构成原理求索“治”的可能，但到２０
世纪初，欧洲大地上的战争阴云也改变了他的心境。

一战爆发后不久，涂尔干（２０１４ａ）即于１９１５年发表了《谁想要战
争？———从外交文献看“一战”的起源》，开启了年鉴派带有国际政治关
切的讨论。在该文中，涂尔干指出，一战爆发前欧洲各地出现了若干新
情势：一方面，帝国政体正在做最后挣扎，其集中表现为奥匈帝国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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荡；另一方面，若干强势民族国家得以成熟并展开激烈的国际竞赛，与
此同时，巴尔干半岛诸民族的政治意识也得到了空前发展，清晰的民族
自觉在广阔的地区中正在迅速强化。涂尔干预见，此类因素正在将欧
洲推向一个不同的未来，将决定欧洲版图的重构，因而导致了强烈的不
安和焦虑，而这些不安和焦虑为战争的爆发做了铺垫（涂尔干，２０１４ａ：

１９５）。雪上加霜的是，此时个别欧洲国家（如德国）正“想要战争”，这些
情况于是成为了某种好战的“国家意志”表达自身的条件。在同年发表
的《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与战争》一文中，涂尔干（２０１４ｂ）指
出，“想要战争”的德国之行为来自于一种特定心态，这种心态在１９世
纪早已得到理论化，并成为制度转型的纲领。在这种心态下，国家高于
国际法本身等同于一种局部性帝国权力，压制着周边小国，更糟的是，
由于国家将自强视作其存在的惟一目的，它便可以将道德转化为权力
支配的手段，可以不择手段将公民的职责定义为服从。随着这种特定
心态的成型，国际关系的规则被打破，德意志国家摆脱了作为超国族道
德生境的文明之制约，制造“泛德意志神话”，借助种族、历史和传说，制
造和扩散一种“病态膨胀”的精神状态。

２０世纪初欧洲出现的一般问题依旧可以溯源到由各国内部国家
与公民之间形成的不和谐上下关系，但此时与国族主义关系密切的族
与族、国与国之间内外关系之不和谐，所起的作用却是使一般社会问题
严重化。涂尔干意识到，孔德以来，欧洲思想界对世界性“惟一文明”
（这与康有为的“大同”概念所指相近）的宣扬存在严重问题，而他自己
倡导的社会学，在克服了“惟一文明”所带来的问题之同时，未能充分与
国族主义相区分。他转而在历史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莫斯的紧
密配合下，涂尔干指出，惟有认识到社会体和文明体在历史时间上先在
于“政治社会”（即后来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在现实状态上优先于
国族，国家才能处理好政治经济的上下内外关系，确保其自身生命的绵
续与更新（Ｍ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３５—４０）。

在涂尔干的引领下，一战前夕，法兰西学派出现了文明研究转向，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个转向催生了超社会体系论。

对于涂尔干以矛盾态度视之的大革命，多次游历过法国的康有为
也有不少了解，他在１９０５年所写《法兰西游记》中通过与英、德比较而
给予其截然负面的判断。康有为认为，大革命前，法国是欧洲霸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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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英国不过是海岛小国。英国的革新，不出自暴力革命，而出自工业
革命。随着国力增强，它才在海外从法国人手里夺得了印度、加拿大、
亚丁。而此时的法国却致力于借政治（自由）革命创造历史，结果造成
近一个世纪的“内讧”，到拿破仑时，则穷兵黩武，非但没有给法国带来
什么实际益处，反倒使法国大大落后于英国。德国本来经济实力比法
国弱得多，但后来确立王权以“合散漫之小群”，经过２０年沉默奋斗，其
工商实力已跃居法国之上。因而，“比英言之，则法革命之祸，与英安乐
之福，宜其绝殊；比德言之，则法人自由散漫之失，与德国以主权国权督
率之得，又可作证”（康有为，２００７：卷八，１６７）。

康有为２０世纪初游历西方，“主要是要推展君主立宪，以及看看西
方各国的情况”，而“此行结果大大地改变了他的社会思想”，“他不再注
重社会的完美和人们的快乐，而重视如何把中国从２０世纪列强的压力
下解救出来”（萧公权，２００５：３４８）。他萌生了强烈的物质救国思想，并
将其与他在政制上的思考相联系。此时，康氏愈加排斥共和主义的“自
由革命”，对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祖国法兰西，他印象不佳。他认为，“法
人虽立民主……其世家名士，诩诩自喜，持一国之论，而执一国之政，超
然不与平民齐，挟其夙昔之雄风，故多发狂之论，行事不贴贴，而又党
多，相持不下，无能实行久远者，故多背绳越轨，不适时势人性之宜”（康
有为，２００７：卷八，１４４—１４５）。

涂尔干是近世法兰西的“局内人”，注定会倾向于从大革命创造的
传统内部思考问题，谋求改良。作为“局外人”，康有为本应有条件在另
外一个方位上思考问题，旁观这一历史事件。然而，至２０世纪初，那场
革命已经广为传播的历史意象开始深深影响康氏的东方“局内”，“他
者”转化为“我者”之后，这种“局内人”的条件已渐趋消失。维新失败
后，国人中新生代政治家与知识人多热衷于效仿法国共和革命，以为它
能带来真正的进步，而在康有为看来，它必定带来“尘上血迷，民敝国
虚”的严重后果（康有为，２００７：卷八，１６８）。由是，康有为的思考有了不
少与涂尔干思想暗合的方面。无论是其物质救国思想，还是其有关君
主与共和的主张（曾亦，２０１０），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内在矛盾，但在
对待历史断裂这点上，康氏却一贯保持着高度警惕。与涂尔干一样，他
观察着历史断裂带来的危险，主张在绵续中求更新，更选择立足于己身
所在文明传统，回应被“西儒”涂尔干定义为“失范”（渠敬东，１９９９）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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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合力危机问题。
梁启超（２００９：２９０）说，乃师重个人和世界的精神和理想，缺国家主

义。这个评价并不公允。但康氏确实不像他的晚辈（如梁启超）那样摇
摆于天下的世界性与国家性定义之间（罗志田，２００７）。康氏致力于在
国族时代维系天朝，心绪错综复杂（汪荣祖，２００６），其“大同”思想有两
面性，一面意味着针对现实问题的激进改革，一面意味着“与当时的现
实斗争完全脱节和无关的乌托邦”（李泽厚，２００８：９１）。但正是出于“大
同”理想，康有为比涂尔干更早地清楚看到“国”潜在的帝国本性，他说：
“国既立，国义遂生，人人自私其国而攻夺人之国，不至尽夺人之国而不
止也。或以大国吞小，或以强国削弱，或连诸大国而已。然因相持之故
累千百年，其战争之祸以毒生民者，合大地数千年计之，遂不可数，不可
议”（康有为，２００５：５５）。而由于他相信大规模政制为文明进化的一个
中间环节，尤其对天朝之存续与光大有启迪，康氏对涂尔干从邻国德意
志之自强之势中看到的“病态膨胀”并没有给予充分重视（一战后，康有
为在著述中不再坚持认为德国是个最好的模式），他也没能站在德法之
外的“第三者立场”，不带偏倚地考察对现代性有不同理解和创造的两
个近代欧洲国家之间的分歧（Ｄｕｍｏｎｔ，１９９４）。对他而言，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德国的强大，除了有物质文明上的原因，还有政制上的原因。
康氏“物质救国论”是为了增强国势而提出的，他在联合“小国寡民”创
造合邦政制方面的主张，既是对兴国之道的求索（与涂尔干对德国扩张
心态的分析不同），又从反思“国”得出相关国际政治主张，与涂氏结论
有不谋而合之处。将德国主权国权主导下融合“小群”与上古中国的情
况相比较，康有为认为，这种重王权的政制有助于建立一种替代危害世
界秩序的列强“大国协调”体系的制度（章永乐，２０１７ｂ）。在康有为看
来，这种政制是“据乱世”的跨国联盟（古有春秋晋楚弭兵，１９世纪有维
也纳会议、俄法同盟等），其形态为新式公国，包含若干国家，而设统一
的军队与法律维持联邦的统一是“升平世”出现的前提。康有为没有明
确表明，这种有联邦政制因素的体制必须基于作为道德生境的社会基
础之上形成，但他也强调，只有当这种政制与民权的张扬同时出现之
时，“升平”才成为可能。在将德式政制与“三代”相联系的过程中，出于
其大同理想（萧公权，２００５：３４８—４０３），康有为也表现出了与涂尔干相
近的态度，对古今超社会（国族）、大区域政制—文明一体化（如帝国）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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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了重视。
康氏的“中国政策”重君权的绵续。为避免作为天下的中国陷入分

裂局面，“授外国以渔人之利”，康氏既不赞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
大汉族主义，也不赞同当时的分省独立和联邦之说，而主张通过维新，
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鼓励地方自治，发展工商，倡导孔教，经营西
北，借重华侨，来维系既有的一统局面（梁启超，２００９：３０４—３０５）。正是
从这一“中国政策”的立场出发，他努力通过广读西书、周游列国，致力
于鉴知既有文明与政制的得失。

三、在两个世界之间摸索

在其长达１６年的海外流亡阶段，５康有为先后游居日本、美洲、英
国等地。１９０１年起，康氏居于印度大吉岭，完成了《大同书》（萧公权，

２００５：２８０）。１９０４年３月，他离开印度，远赴欧洲，完成其欧洲十一国
游。到结束该次旅行时，康有为已“汗漫四海，东自日本、美洲，南自安
南、暹罗、柔佛、吉德、霹雳、吉冷、爪哇、缅甸、哲孟雄、印度、锡兰，西自
阿剌伯、埃及、意大利、瑞士、澳地利、匈牙利、丹墨、瑞典、荷兰、比利时、

德意志、法兰西、英吉利，环周而复至美”（康有为，１９０６：２）。

５．在其海外流亡阶段，身为流亡变法领袖，康有为得到众多海外华人的大力支持，建立了“保
皇会”（维新会），以公司运营党派，图谋“保救皇帝”，推行君宪。

“尽大地万国之山川、国土、政教、艺俗、文物，而尽揽掬之，采别之，
掇吸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１），这一愿望自古有之，不过，古人的行走范围
受到交通条件的极大限制。康有为说，张骞通西域、玄奘西游都受山海
阻隔而费去澶漫岁月，即使是在地理大发现之后，由于“大地之无涯，人
力之短薄”，有毅力探游天下者如哥伦布之类，“足迹所探游者，亦有
限”；他自己能周游列国，与其生于“促交通之神具”（汽船、汽车、电线）
的发达年代有关。然而，生在他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有四五万万，“才哲
如林”，绝大多数却没有像他一样得到那种机会去“巧纵其足迹、目力、

心思，使遍大地”（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２）。康氏感言，他做这番环球旅行
是天意在暗中起作用。他说：

天其或哀中国这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
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制以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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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
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
（康有为，１９０６：３）
“今日众生受苦最深者，中国也”（梁启超，２００９：３０４），以“行大同，

救天下”为己任的康有为在借重发达的近代交通“神具”踏上西行之路
时，也深知担负着沉重的“天责之大任”，应作“天纵之远游”，“遍尝百
草”，找寻“治病”之药方。

据《欧洲十一国游记》之《海程道经记》，康氏先“放南洋至印度海”，
再“过亚丁至红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最后从布林迪西（“巴连
的诗”）登陆欧洲。一路上，他不仅对所经过的不同景致给予讴歌，而且
还采取古代中国的异域志文体，记下了他对亚非不同种族和生活方式
的认识（康有为，１９０６：２）。对于沿途目睹的海岸炮垒，康有为特别关
注，见识到英帝国海洋霸权景观及这些军事设施，他心向往之（康有为，

１９０６：３）。对于苏伊士运河在文明交流方面的贡献，他不仅给予集中说
明，还将之与欧洲和古代中国的运河相比较。对于沿途远望而见的阿
拉伯世界，康有为（１９０６：４）叹其“山势之雄峻……人才之盛，宜其文明
之发，为欧洲师也”。对于路经的埃及都城开罗之种族—文化多样性，
康有为也给予了描述。其有关英国炮垒、苏伊士运河、阿拉伯世界、埃
及等的论述，虽只是点到为止，却巧妙表达了康有为对海洋帝国时代古
今文明局势之变的看法。

五月二日半夜，康有为抵达意大利布林迪西，次日一早即转乘汽车
前往那不勒斯（“奈波里”）。自此算起，到当月十四日离开米兰（“美
兰”），经阿尔卑斯山入瑞士，康有为在意大利国土上游历１２天，先后到
访那不勒斯、庞贝、维苏威火山、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地，在
罗马逗留最久。《意大利游记》按照行程先后顺序，记述康有为对所到
之处的地理、历史、风物、名胜古迹、习俗等的印象及由这些印象引发的
思考。在书中，康有为结合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阐述了他对中西文明
的认识。

在西方寻找解救“中国之病”的药方，并没有使康氏将西方当成铁
板一块，无视西方的内部差异。康氏深知，不仅欧美之间存在不同，欧
洲内部也存在不同。进步的英国和德国的经验固然值得中国学习，但
不是所有进步的西方国家都值得学习。比如，自由革命的发源地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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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算是进步，但因有违文明的绵续法则，不能被视作模范。另外，也不
是所有欧洲国家的进步程度都一样。比如，在英国和德国相继实现工
业化之时，一些曾经辉煌的古老文明国家如希腊，却还挣扎着完成国家
的独立。这些国家的落后，似乎就是其他国家先进的代价。就意大利
而言，在不同类别的欧洲国家中，它在２０世纪初的情况即与英国和德
国完全不同，而与古老文明国家希腊比较相似。

在《先泊巴连的诗往奈波里道中》一节中，康有为叙述了自己对意
大利的总体印象。在从布林迪西前往那不勒斯的路途中，沿途乡野胜
景给康有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然而，一路上他也眼见“意人至贫，多
诈，而盗贼尤多”之事实，在游历中，有“乞儿数十，追随里许”之经历。
康有为（１９０６：３）写道：

未游欧洲者，想其地若皆琼楼玉宇，视其人若皆神仙才
贤，岂知其垢秽不治，诈盗遍野若此哉！故谓百闻不如一见
也。吾昔尝游欧美至英伦，已觉所见远不若平日读书时之梦
想神游，为之失望。今来意甫登岸，而更爽然。
康有为话中有话。清末“新青年”中盛行西方主义，这种“主义”生

发于天下遭受西方世界体系的压抑过程中，在康有为看来，潜在着将西
方他者之当下视作中国我者之未来前景的倾向。在这一倾向的推使
下，多数国人未亲身考察西方，而用人间仙境这个意象来想像西方，从
而得出西方只有“琼楼玉宇、神仙才贤”的看法。进入西方，康有为看
到，那个区域既有比中国江浙地区还好的乡村，建筑却不是“琼楼玉
宇”；古代是有过圣贤，但他却看到了许多穷人、盗贼、乞丐。在康有为
的印象中，北欧各国民生皆胜于中国，而意大利则不同，这个古老国家
除了比中国少一些茅屋多一些楼房之外，生活水平与近世中国相类。
那里田园整齐，出产丰硕的葡萄，其他果树也不少，看起来比北方丰裕，
与江浙广三省差不多，而中意两国民众的贫富状况也差不多。

对意大利与中国现实生活之相似方面的观察，并没有自动使康有
为相信对于这个国家的考察无助于中国的改进。相反，康有为认为，
“他国则新旧贫富皆不相类”，“吾国求进化政治之序，亦可比拟意大利，
采其变法之次序而酌行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５）。

康有为从自己的角度解释了意大利落后的原因。他说：
意久裂于封建，乱于兵燹。虽在欧洲，而北欧各国道路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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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田野之精美，乃迥不若。自为风气，旧邦殊甚。盖自咸丰十
一年立国，在我生之四年矣。此四十年中，虽经贤君相励意经
营，而以贫小之国，支持海陆二军，与各大国颉颃，已极勉强。
工商业虽日加奖励，而未能骤与诸大争。则贫困者，旧国固有
之情，如中土然，固不能一蹴几也。能令国盛强，农工商业亦
日进，已为善治矣。足食，足兵，民又能信，三者兼致，谈何容
易。孔子固言，必世而后仁。意大利之新立国也，其治未至，
何足怪哉。（康有为，１９０６：３）
也就是说，意大利的落后，首要原因在于罗马帝国采取“封建”制度

而造成分裂。到了咸丰十一年（１８６０年），意大利才得以“立国”，“立
国”后，其经济并不发达，还要支撑海陆二军，故与盛强之国差距甚大。

对于“中国政策”，在“封建式”的联邦制与大一统之间，康有为选择
后者，如其在《奈波里》一节中所言，他相信，“我国由统一而求分立，以
自削敝，则必至分剖以底绝灭矣”（康有为，１９０６：７）。他也用这个观点
来判断意大利历史中的是非，对于近代意大利开国名相加富尔（“嘉富
洱”）“最为敬慕”。在那不勒斯游公园时，在加富尔铜像前，他赋诗加以
讴歌，称加富尔为“我生最想慕之英雄”，将之与诸葛亮相比，说加富尔
“少日躬耕类南阳，壮能择主同诸葛。君臣鱼水亦复同，明良千古难遇
合”（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９）。在诗中，康有为还称颂加富尔力排“革命民
主论”，以尊王为道，将分裂为十一邦的意大利统一为一个国家的功业。

康有为是带着政治理想上的追求而旅欧的，但这并不妨碍他继承
中国的志书传统，采取整全的观点，对所过之处的山水、物产、民情、国
情、历史加以关注。在写成游记之前，他常常先在游历之地慨然赋诗，
这些诗往往带有整全的观点，记述康有为眼中的地方形象。对于意大
利的乡村和市井生活，康有为兴致盎然，在游记中也对其在所到之处看
到的情况给予详细记述。

出于关注民生，在附文《意大利国民政治》中，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１８－
１２９）概述了意大利地方政府设置、交通、经济、能源、饮食、机器制造、农
业、矿业、特产（尤其是文石和丝绸）、织造、市舶、屋价、国税、备兵、银
行、货币等的面貌，还在与其他欧洲国家和中国的比较中给予了评价。

在意大利，相比于平凡人的日常生活，引起康有为更多注意的是遗
址、博物馆和画廊之类保存着历史信息的场所。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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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欲知大地进化者，不可不考西欧之进化。欲知西欧进化者，不可不
考罗马之旧迹”。他的意大利之行，主要侧重点放在考察罗马帝国遗留
下来的古迹上。他的主要目的地是罗马，他在罗马也停留得最久。在
前往罗马的路上，康有为顺访了那不勒斯、庞贝、维苏威火山，在离开罗
马去往瑞士和德国的路上，他又顺访了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等地。
无论是在罗马，还是在顺访的地方，康有为对于古迹都流连忘返。对于
古迹的兴趣，甚至使他对于湮灭城池的灾难辩证看待，说若是没有那场
奇灾大祸，便不会有庞贝之“考古巨观”。在庞贝，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１）感
叹道，“微火山，吾安得见罗马古民？微秦政，吾安得有万里长城？天下
之得失，固有反正两例而各相成者”。而对于罗马人保存文物的做法，
康有为更是大加赞赏，专门撰写《中国不保存文物，不如罗马》附文一
篇，表明看法。

６．如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４）所说：“阿房之宫，烧于项羽，大火三月。未央、建章之宫，烧于赤眉之
乱。仙掌金人，为魏明帝移于邺，已而入于河北。齐高氏之营，高二十六丈者，周武帝则毁之。
陈后主结绮临春之宫，高数十丈，咸饰珠宝，隋灭陈则毁之。”

在康有为看来，在文物保存方面，相比之下中国远比意大利逊色。
这主要缘于两大原因：其一，古代帝王有破旧立新的传统，一旦要推翻
前朝，就要烧毁其宫殿。６这个传统影响了民间。比如，在广东，曾有巨
富营造“皆极精丽”的居宅园林和街区，可是，一旦这些巨富家业沦落，
很快就光景不再，他们营造的建筑也都迅即被替代。工艺也是这样，一
旦衰落，后人便不能再传其法，古代有“宋偃师之演剧木人，公输、墨翟
之天上斗鸢，张衡之地动仪，诸葛之木牛流马，南齐祖冲之之轮船，隋炀
之图书馆能开门掩门、开帐垂帐之金人，宇文恺之行城，元顺帝之钟表”
一系列精美工艺，遗憾的是，这些后世都见不到了（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４—

５５）。“不知崇敬英雄，不知保存古物，则真野蛮人之行，而我国人乃不
幸又之。则虽有千万文明之具，而为二者之扫除，亦可耗然尽矣。虽有
文史流传，而无实形指睹”（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５）。其二，中国宫殿等建筑
不能垂久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这就是，中国人不习惯用石头来营造阴
宅和宝塔之外的建筑，而自古用木为多，“木者易火烧”，“一星之火，数
百年之古殿巍构，付之虚无”，“令我国一无文明实据，令我国大失光明，
皆木构之义误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６）。鉴于销毁历史遗迹和营造难以
持久的建筑对于文明的绵续都只有负面作用，康有为疾呼，“为国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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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计”，国人应学会保存古物，也应采用以石建筑的做法。
康氏为众所周知的进步主义者，但他又是一位“富于保守性质之

人”，“爱质最重，恋旧最切”，因而有金石学、藏书、文物收藏诸方面的爱
好。他“笃于故旧，厚于乡情”，更敦促学界保存国粹，他自己从事的学
术也以历史为根柢（梁启超，２００９：３０６）。有这样的性情和思想倾向，康
氏对中国在古物保存上与意大利的差距深感遗憾。在《意大利游记》的
《古迹杂述》一节，他说，罗马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古迹至多”，“其纪功之
牌坊华表，瑰伟高峻，树立大道中，崇始于丈，刻镂精美者，不可胜数也。
有牌坊刻人物、楼阁、舟车，凡廿五层，精甚。其喷水池无数，地中及四
旁刻人马狮像。铁管引水，自人马狮口中喷出，坌溢大池，环以石阑。
其刻人物皆精妙绝伦，处处皆有，式式不同，皆千数百年古物”（康有为，

１９０６：９９）。将中国这方面的缺陷与埃及、希腊、印度相比较，康有为
（１９０６：１００）认为这是中国最不如人的方面，感叹说：“吁嗟印、埃、雅、罗
之能存古物兮，中国乃扫荡而尽平。甚哉，吾民负文化之名。”

康有为欣赏意大利人保存古物的习惯，称颂其为“文明”，除了因为
他有保守好古之心，还因为得以良好保存的古物为他认识罗马帝国兴
衰史提供了实物证据。

四、文明、野蛮与罗马

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频繁使用“文明”一词，随意之处甚至用
这个词来形容待人之道意义上的绅士风度和风俗习惯上的雅俗之辨。
此类用法虽不算“学术”，但其所表露之关切事关文野形质辨证，自有其
严肃性，这在其论述相对严谨之处有更为集中的表现。

不少学者将文明分为物质性和非物质性或精神性两个方面／层次，
并用这一惯用的框架来分析康有为对文明的看法，认为他有将西方文
明当做物质上高于中国、非物质上（精神／道德上）低于中国的倾向（萧
公权，２００５：３４８—４０３）。这固然反映了康有为的部分心态，不过必须指
出，康氏的文明概念远比今人想象的复杂，他考虑的方面／层次不止为
物质、非物质两面，与此二者相比，他其实更关注政制。如上文提及的，
康氏并没有流俗地将西方看成单一实体，他十分关注西方的内部分化
与差异。在他看来，在物质文明上，意大利就既不如英国和德国，也不
如中国。在精神文明方面，中西也不可能完全分清，相互之间有不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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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处，所以，也不能认为是西方文明导致了意大利物质文明的落后。
对康有为而言，意大利之所以落后于他国，主要原因在于罗马一统的衰
落以及近世意大利相较于英国、德国的“据乱”。

从大的方面看，在康有为那里，“文明”可指人类从“野蛮”升入“教
化”的进程。这是由融通儒家文明教化思想和启蒙思想后得出的看法，
有别于稍晚时期法兰西学派的定义。

为了理解社会与文明的普遍事实，涂尔干回归“原始”，在“他者”那
里寻找“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以供欧人鉴知近代得失，克服文明的环
节式分枝裂变问题（即“分”无助于“合”的问题）。为此，涂尔干（２００６）
不仅拓展了“社会”的边界，否定了“野蛮人”缺乏道德境界的进化论看
法，还拓展了文明概念的边界，使之可用以形容自原始时代就有的历史
悠久、地理空间分布广泛的“超社会体系”，如民族志和史前史发现的由
交换和结盟支撑着的大规模区域关联网络（王铭铭，２０１８ａ）。如此一
来，在法兰西学派中，“文明”早已不指城邑出现后由国家、文字、公共设
施、财产权、阶级分化制度等构成的系统，而指社会实体置身其中的区
域性“道德生境”（Ｍ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５７—７４）。

不同于涂尔干，康有为没有对文明做如此理解。他不是不关注民
族志和史前史，从其《大同书》观之，康氏对于世间众生采取佛教式看
法，他自称能够与“大地之生番野人、草木介鱼、昆虫鸟兽”感同身受（康
有为，２００５：４）。这两点足以使康氏对人之初的“自然境界”有其认识。
然而，他所追溯的历史、眺望的未来却带有相当强烈的进化论色彩；他
相信，较高文明是由较低文化演进而来的，而文明与野蛮有着截然之
分。这使康有为与同时代西方人类学家有了区别，后者自２０世纪初便
大多采用种种民族志素材来表明“野蛮人”的德性并不低于“文明人”
（Ｂｏａｓ，１９７４；路威，１９８４）。然而，我们又很难说康有为是个严格意义上
的社会进化论者，因为在这方面康氏的具体叙述其实多半有古代经史
意味。他引据“公羊三世说”，主张以“太平世”为历史目的论来拷问“历
史的未来”。他一面以据乱、升平、太平来理解历史进程的线条，一面保
持着循环式的治乱史观，试图以之鉴知太平世到来之前，“升平”退化到
“据乱”的潜在可能。如果说“据乱”就是“野蛮”，那么，它既可以指进化
史的一个“史前”阶段，可以指文明未开的年代，又可以指文明退化的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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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糅着对进步的“治”的祈求，防备着退化和衰败，康有为对文明展
开了大大不同于１９世纪末西方原始主义的叙述。康有为的文明叙述
出发点是一种主张。他认为，作为中国文明的传人，国人担负着继承和
光大这一文明的责任。康氏一面担忧西化心态会使中国“国亡种灭”，
文明衰败，一面重视理解西方文明的内涵，希望其获得的有关西方的知
识有助于中国与西方“其进化耶则与共进，退化则与共退”。以此观之，
康氏之所以揭露西方文明的缺点，并不是因为他有意拒绝西方文明，他
试图做的主要是引导国人放弃将西方他者当作“超人”的做法。他深
知，迄今为止，所有的人类文明都不完美，各自都既有优点也有缺憾，妥
当的文明认识应建立在对社会、国家、文明之类存在方式的不完美性之
认识基础上。康有为（２００５：４）认为，有了这种认识还不够，知识人还应
要抵近与其他文明苦乐与共的境界，要充分认识到，这个境界的内涵就
像“电之无所不通”、“气之无不相周”那样，不受政制疆界局限。

康有为对“国亡种灭”的焦虑杂糅着他对“后原始文明”的历史命运
的焦虑，形成某种后人不易理解的心态。当下以世界公民身份自居的中
西知识人，兴许会将这一心态与国族的“文明自负”（Ｍ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４１—

４８）相联系，然而，康有为却从来没有将文明视作是个别国家或民族所独
享的，他“实际看重的是中西文明中那些适用于全人类，能够为实现其大
同而服务的因素”（谢冰青，２０１２）。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康氏虽心存“国
亡种灭”的深重担忧，却并不像他的后世们那样将文明“国族化”。

在不少地方，康氏与涂氏一样用“文明”来指有共同历史根基和“道
德生境”的诸“文化圈”，它们不仅包括埃及、印度、古希腊、罗马，而且包
括巴比伦、阿拉伯、波斯，甚至美洲。康氏对１８—１９世纪的考古学和历
史学研究成果相当关注，也善于运用它们来表述他的观察，论证他的主
张。在文明之地理空间的分布广度上，康有为的看法接近于涂尔干。
在解释文明的源起、成长与影响时，他总是将文明所在的更广阔地理区
域联系起来，从诸如环地中海地区、南亚、两河流域、东亚之类大区域对
不同文明的滋养入手，分析文明生成与成长的历史，考察文明影响的
“超社会／超王国／超国族”人文地理广度。

也与涂尔干一样，康有为以“文明”同时指现象和价值。对涂氏而
言，文明价值被事实所包含，缘于社会内外关联之现象本身（Ｍａｕｓｓ，

２００６：３５—４０）。康有为的文明价值多与其所关切的国土、政教、艺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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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整体相连。他不认为这一整体存在于原始人那里，也不认为它
普遍存在于任何有国家的社会之中，而是相信，它只有在武功完成之
后，文治教化弭平帝国的“野性”并惠及广大区域之后才可能形成。按
其“三世说”，这个意义上的文明是把“据乱世”挽回到小康的“升平世”
的正面势力。“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文明尚未成为“国”的内在特
征；“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通过以人文化成天下，虽未抵达“天下远
近大小若一”的境界，却大大减少了内部种族—文化差异，同时与“夷
狄”形成区分。康有为（２００５：５６）承认，文明是“进化之定理”的一个环
节，人本“性如猛兽”，在“部落相争”阶段雄者割据，随着交通和教化的
拓展，进入众多小酋邦合为一国的阶段，其中经历的历史充满战争血
腥，在上古中国如是，在埃及、希腊、叙利亚、巴比伦、罗马、印度、波斯
“亦莫不皆然”。尽管其文明论述有文野二分论之嫌（儒家正是认识到
康氏思想这一缺乏“文质彬彬”属性的特征，才将之视作非儒主张看待
的），康氏还是并不相信“野”会自动随着“文”的兴起而逐渐消退。总结
诸文明形成的历史，将之与非洲、美洲无文字“诸蛮”相联系，康有为
（２００５：６８）认为，“愈文明则战祸愈烈”；还认为，之所以如此，乃因“有国
竞争”。吊诡的是，“国”又是“人道团体之始”，即使它带来问题，也是
“必不得已”。因而，对文明的是非不能给予绝对判断，而只能从相对
的、比较的态度加以审视。作为用于描述历史事实的概念，“文明”不带
价值上的追求，也可以用来指与“战祸愈烈”相关的转变，但作为价值，
康有为显然倾向于沿用古代中国“文明”的原意来指相对可追求的“文
明以止”（《易经》，尤其是王弼注中所谓“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之
类的做法，其对反的做法则为在他人不服的情况下以威武制之（黄兴
涛，２００７）。

康有为五月六日到达罗马，当日即畅游圣彼得大教堂。七、八日，
游斗兽场、奥古斯都宫、尼罗王国等。九日游梵蒂冈、圣保罗大教堂、博
物院。十日，又游几所宫殿名胜。十一日，探访元老院故址等。十二
日，参观凯撒墓。十三日参观议会、大学等。所到之处，康有为细察古
迹、文物、美术，对之赞叹有加。这些遗迹除了给康有为美感上的愉悦
之外，还构成一条时间隧道，由此他“返回历史现场”，考察文明之进退。

康氏热爱古物，但并不因此而热爱其承载之历史的所有一切。对
于罗马古迹所反映之罗马帝国的暴力支配特征，康有为站在“仁”的立

·０２·

社会·２０１９·３



场给予了负面评价。比如，五月七日，他参观了斗兽场，在《罗马最巨之
斗兽场》一节中记述了他对这座巨大建筑物的印象。康有为（１９０６：３７
－３８）说，由罗马帝国第九帝斐士巴顺（即韦斯帕芗）建于西元八世纪的
斗兽场，“此场容八万人，宏伟崇壮，地球史著名者……祟垣屹嶫，比今
北京城尤峻”。该建筑固然“巍构伟然，望之惊人”，但其承载的历史却
极其血腥：斐士巴顺“为中兴英主，改革制度，更新兵制，破灭犹太，死者
五十万人。乃课犹太人以重税，以筑此剧场……亦谓为犹太人之血场
可也”。而斗兽场外观是剧场，功用却在“时选壮士或囚犯与猛虎巨牛
相斗，或帝者亲自为之”。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尼罗斗兽，他参与“手刺百
狮，又亲与勇士格”，至“人血迸流，骨肉狼藉”，观众“则相视抚掌大笑，
以为欢乐”。“斗兽国俗”固然壮观，但其“不仁若是”，让康有为大为震惊。

康有为并没有因为反感罗马的暴力剧场（斗兽场确实是基于古希
腊剧场模式建造的用以展示斗士勇气的场所）而彻底否定暴力在文明
营造上的作用。在他看来，倘若“英主”能够通过军事征服而营造出一
个疆域宏大的帝国，且在成功之后，借鉴先进文明，施以教化，创造一个
“仁”的格局，那便值得称颂。从凯撒大帝至屋大维之间出现的局面就
可谓如此。在记录游罗马皇宫（“奥古士多宫”）之感受的文字中（《奥古
士多宫》一节），康有为（１９０６：４０－４１）对凯撒大帝的功业如此评说：

恺撒（凯撒）与绷标（庞培）为罗马民政一统时大将。其破
高卢、日耳曼诸蛮，攻都府八百余，定种族，破敌兵三百万，杀
百万，虏百万。又平定埃及、亚非利加、萨拉斯，而归除绷标。
其武功文治，罗马之一统所赖以开。又深通希腊之哲学，其所
作战史最有名。又编定罗马法典，则为史学、法律学名家。又
登议院为雄辩家。创图书馆，为今日欧洲之先导。开亚尔频
山（英语作亚尔伯，不正，今从瑞士德法语）之路。其功业才
学，博大兼赅，无不绝伦者。欧洲古今帝王中，虽前之亚力山
大，后之拿破仑，尚非其比。
武功与文治紧密结合，使罗马之一统暂时成为可能，而这个一统局

面可谓西方赖以进入“升平”阶段的“文明”。
不过，罗马文明对希腊哲学有着巨大依赖性，一旦这种依赖性与议

会制相结合，便可能起到瓦解一统的作用。到屋大维时，罗马时局便危
机四伏。当时凯撒已为共和派（康氏称之为“民主党”）所杀，而共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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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出现内乱，“当是时，罗马士大夫皆讲希腊哲学”，崇尚清谈。所幸者，
屋大维“刚毅严冷，不信哲学，无所畏仰”，“才气机敏”，最终，带着“凯撒
之风”，“破除民主政体，限制地方民权，削元老会”。屋大维“既平恩德
尼、列比铎，遂定罗马千年专制之帝政”，获得“奥古士多”（奥古斯都）尊
号。相比于凯撒，屋大维只有武功而无文治，固然算不上合格的文明君
主，但由于大一统是“升平”的条件，因而，在康有为（１９０６：４１）看来，他
起着维系罗马一统的作用，完全符合“奥古士多”这个称号。

公元前一世纪奥古斯都开创的帝国，疆域东自幼发拉底河，西至大
西洋，北自多瑙河（“丹牛波河”）至英吉利海峡，南及尼罗河及撒哈拉大
沙漠，是跨越亚非两洲空前的大国。帝国开创后需要守成，于是，奥古
斯都“内定制度，创设卫兵以自护，立常备之海陆军四十万。分罗马为
十四区，而置警察，盗贼衰息。大开道路，而行邮政，以急报告，至少者
日行三百里。虽在远乡僻壤，而马车、人力车皆通，故消息灵便，治化易
举。以地理学为儿童教科书。天下商业物产，皆运送罗马，乃分之于各
地，工商大兴焉。凡此，皆为今日欧洲政治之先河也”（康有为，１９０６：

４２）。
在康有为看来，罗马大一统之建成乃顺进化规律而自然天成。“夫

人民之性，有物则必争，平等则必争；至于国土，尤争之甚者。故自种族
而并成部落，自部落而合成国家，自国家而合成一统之大国，皆经无量
数之血战，仅乃成之。故自分而求合者，人情之自然，亦物理之自然也”
（康有为，１９０６：４５）。孔子倡“大一统”之说，孟子发“定于一”之论，都是
因为他们目睹暴力战争所导致的悲剧，并竭力救世。罗马大一统帝国
也有一样的作用，它有助于“定保守境内……不复事征伐开拓疆土”（康
有为，１９０６：４２），以升平替代据乱，使罗马文明成为欧洲正统。这个“正
统”的一方面是罗马语言、文字和历史成为欧洲的人文学术基础，另一
方面是罗马的“遗宫颓殿，丹青器物”。这些文物持久不衰，“至今犹存，
尤足动人之观感”（康有为，１９０６：４３）。

经由语言、文字、历史及文物传承的罗马“声灵”，“赫奕于世界”，使
康有为联想到古代中国的天下。康有为说，假如世界性的罗马帝国持
续“发扬其光辉于天下”，那必定会使近代“文明政学皆僻于一隅”的中
国蒙羞。然而，罗马的一统却早已毁于自身的内部势力竞争上。近代
以来不少理论家相信，“人道必以竞争乃能长进”，而康有为则看到，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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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尤其是民族之间的竞争，既可以推动进化，也可以导致退化。参观
君士坦丁宫时，康氏联想到罗马帝国好景不长的一统局面。如其所言，
公元三世纪，戴克里先（“地克里生”）创四帝共治制度，将帝国分裂成东
西两个罗马帝国，分别在两个帝国设立一名奥古斯都、一名凯撒，一共
四位君主。戴克里先尸骨未寒，其部下之子君士坦丁便剿灭政敌，重新
统一罗马，将势力拓展到西亚，定都“东都”（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
“以平定分裂之天下，而首创宏丽之新都”，为此，“毁希腊亚细亚古迹，
移之以为新罗马”，同时，“公认耶苏教”，可谓有雄才大略。然而，此前
既有的分国而治“兆端既误”，“君士但丁之三子，复三分天下，各领其
一。又互相战伐，至赛奥德西亚，乃统一之。一年，复分国与二子。于
是罗马永分东西焉”。从西元３世纪末到３９５年东西罗马分立，中间一
百多年，只有君士坦丁大帝统一罗马１３年而已，其他时期，“分裂战争，
兵甲相仍，而罗马遂永灭，而欧洲遂堕于封建战争千年黑暗之世”。到

２０世纪来临之时，欧洲各国“尚自分裂争战无已”（康有为，１９０６：４４—

４５）。
康有为认为，一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必然产物，其主要特征是

“合”；与之相反，小国林立虽也可能促进竞争和进步，但其本质是与
“合”之文明相反的，其主要特征为“分”，而“分”是部落和野蛮性质的。
罗马帝国之所以在形成不久便轻易瓦解，根本原因在于这个帝国政体
成长的环境本来也同时适于小国分治。

游元老院旧址时，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０）认识到，即使是在凯撒时期，
“一切政权皆在元老院”；至屋大维时，元老院扩充人数，权望渐轻，但不
久，元老院也能废除像尼罗这样的暴君。罗马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表面
上看像是凯撒之类“英主”的功劳，其实，元老院拥有“一切政权”，其存
在关系到大一统局面的存亡。西元２８３年，戴克里先帝全行帝政，废元
老院，此后，“元老院数百年之事权乃尽”，而罗马随之“由分而渐亡”（康
有为，１９０６：８１）。罗马帝政上半期，可谓“君民共主”，君权极不稳定，
“而元老院为久远之权，百变而不变，得以居中坐镇之也”，“论罗马之美
政，能久保其大一统之国者，则实元老院为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１—８２）。

在康有为看来，元老院的原型本起源于适宜于分国而治的欧洲地
理形态。在《元老院旧址》游记中，康有为收录了《附论议院之制必发生
于西不发生于东》一文，在文中他考察了“民主议院”制度的起源。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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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欧洲在地中海、波罗的海之中，港岛槎桠，山岭错杂，其险易守。故
易于分国，而难于统一，乃欧洲之特形也”（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２）。元老院
根据的“民主制度”产生于希腊，而希腊并非大国，乃“蕞尔之地”，“不足
当中国之一省，而已分为十二国，千年莫能一之”。这个小而难以一体
化的小国，“四面临海，舟船四达”，善于从四周汲取文明养分以缔造己
身文明。希腊尚未开化之时，“南若埃及、腓尼西亚，东若巴比伦、叙利
亚，皆文明久启，商市互通。地既不远，希腊人士得以游学探险，虚往实
归，采各国之所长以文其国。民以通商而富，士以游学而智。智民富族
既多，莫肯相下，故其势必出于公举贤而众议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２—

８３）。康有为说自己曾路经希腊，看到它“群岛延回，峰峦秀耸，日有海
波相激”，认为“生其间者，民必秀出”，考察其地理处境，则进一步认识
到，这个小国善于集各国之长，培育“富族智士”，这些是梭伦改革的前提。７

７．梭伦“以富人四级立会议之法”，开“民立议院”（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３）。

罗马帝国借鉴希腊的“民立议院”传统以维系其一统，乃因其所在
核心区域一样是易于分化的“蕞尔之地”，“其为王虽世也，仅同酋长。
故其为治，亦同部落，诸族分权而治，无名义以相统”（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３）。

假如康有为读过涂尔干（２０００）的《社会分工论》，那他一定会用其
中的“环节社会”概念来界定欧洲文明的本质特征。“环节社会”指其构
成原理为环节式的，即每个环节都有自己的器官，各自界线分明、功能
完整，内部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似性而非“个性”为共处条件，相互之间缺
乏有机联系，不构成有机团结。康有为并没有读过涂尔干的著作，然其
对罗马帝国的刻画却与后者“环节社会”的意象极其相近。

康有为眼中的“文明”既然是“升平”克服“据乱”的成果，那就是超
越了“环节社会”的“超社会体系”，其典范为亚洲和非洲的古文明，如印
度、波斯、埃及、巴比伦、亚述、阿拉伯之类，而非欧洲。

若印度则七千里平陆，文明已数千年，在佛时虽分立多国，而
皆有王，人民繁重，君权极尊，国体久成，非同部落。若波斯则自
周时已为一统之大国，帝体尤严。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更自
上古已为广土众民之王国。至阿剌伯起立更后，不独染于旧制，
亦其教理已非合群平等之义，益无可言。凡此古旧文明之国，则
必广土众民，而后能产出文明。（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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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欧洲数千年时之有国会者，则以地中海形势使然。以
其海港汊冱纷歧，易于据险而分立国土故也。分立故多小国寡民，而王
权不尊，而后民会乃能发生焉”（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７）。

基于这一看法，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６）形容日耳曼帝国，说它“土番部落
杂沓，政体不一”，如同“今吾粤僻处各乡械斗”，如同“苗、瑶、黎、僮各
种，分据山涧，各立酋长”，如同“云南、贵州各土司，千年战争，皆自小部
落并吞为大部落”，即使到“欧洲中世封建之时”，日耳曼帝王“仅以虚名
拥位”，大受“国会豪族”钳制，如同“他地野番之部落，会议盖多，但无从
得文明以立国”。

康有为之所以在承认希腊、罗马文明成就的前提下，否定其“得文
明以立国”之可能，不是因为他对欧洲心存偏见，而是因为通过欧洲这
个案例，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国害”的严重性及通过“合国”而抵近“大
同”理想的重要性。康氏从亚非诸古文明之宏大与欧洲“小国寡民”、帝
统飘摇的比较中得出的看法确实含有某种主观倾向，而其将希腊罗马
王权与华南乡族、西南土司相比拟的做法，也确实含有将欧洲文明“矮
化”为“野蛮”的问题。然而，这些主观倾向和问题的存在并不源自文化
偏见，相反，如康有为一开始便澄清的，他的欧游有为治疗近世中国找
寻药方的目的。只不过，与那些将西方一概视作“良方”出产地的西化
论者相比，康有为更为谨慎，在其“揽万国之华实”之时，他还要“考其性
质色味，别其良楛，察其宜否”（康有为，１９０６：３），甄别经验与教训。从
《大同书》关于文明与战争关系的考察来看，对于直至２０世纪初人类经
历的历史，康有为的总体评价是负面的。在他看来，无论是野蛮时代的
部落，还是文明时代的帝国，本质上都既产生于战乱，又激发着战乱，同
是人类之“苦”的根源。因而，野蛮与文明之别仅是程度上的。由于前
者重分，后者重合，主张大同的康有为倾向于后者。

在《大同书》中，康有为感叹说，“统欧洲自罗马以还，大战八百余，
小战勿论，其膏涂原野”，直到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依旧如此。“近年
俄大举攻突，英、法大战俄而救之。意各国内攻，遂图统一，联法破奥，
战祸十一年而后成。其后奥、普联击丹麦，大破之。普、奥各以三十万
人大战，普大破奥；而奥又以八万人破意。德兵八十五万破法兵三十二
万于师丹，焚其全城，围巴黎百日。俄复攻突，大战三年。”（康有为，

２００５：６７）追根溯源，康有为认为，欧洲之所以频发战乱，与其缺乏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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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部落、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有至为深刻的关系。有这个问题
的欧洲，历史上所抵达的境界至多是“合国”抵近大同的初级阶段。

康有为（２００５：７０－７２）将“合国”分为三个阶段：“联合之据乱世之
制”、“联合之升平世之制”、“联合之太平世之制”，其政体类型分别是
“各国平等联盟之体”、“联邦受统治于公政府之体”、“去国而世界合一
体”。三个阶段的最高级形态是天下为公的太平世之制，这是个未来理
想。而古今存在过的中间阶段（“升平世之制”），其主要范例是古代中
国的三代及春秋以及近代的德国联邦。这两个范例中，都有“各联邦自
理内治而大政统一于大政府之体”。而“合国”的初级阶段，“主权既各
在其国，既各有其私利，并无一强力者制之，忽寻忽寒，今日弭兵而明日
开衅，最不可恃者也”，例子如古代春秋晋楚之盟、希腊各国之盟及近代
欧洲维也纳之盟等。在康有为看来，罗马帝国表面上抵达了“升平世”，
但却频繁摇摆于据乱世与升平世之间，最终命运还是据乱世。

对康有为而言，“文明”一词应指“一统久安之世”，那些“只见乱杀”
的时期（如中国的三国、十六国、五代）只能叫“文明扫地”；“中国号有文
明，皆进于汉唐宋一统久安之世。即今西欧学艺之长进日新，亦在百年
来弭兵息战之时”（康有为，１９０６：４６）。

在罗马，康有为游历了包括彼得大教堂、梵蒂冈（教皇宫）、保罗大
教堂（保罗庙）在内的天主教圣地，留下了不少关于天主教的记述与评
论。对于教堂，康氏观察细致，评论独到。比如，在彼得大教堂，康有为
关注到欧洲在教堂大殿两侧埋葬教皇和王者的做法：

殿左右皆以文石为之，两旁皆刻石像。多置历代教皇之
棺，高下不一，有在丈许高者。去年死之新教皇，亦瘗于此。
全殿藏棺百数，教皇棺六十四。各国惟王者乃能藏棺于是。
木棺外皆有石椁，凡两三重，故无恶气。棺上皆刻死者像，或
坐或卧，此欧洲之通例。（康有为，１９０６：３０）
接着，他对这一做法做了评论。在评论中，他认为，基督教（耶教）

二元论存在内在矛盾（康有为，１９０６：３０—３１）。这个宗教与婆罗门教一
样有灵肉二分观念，认为人死亡之后肉身即消亡，留下的只有永生的灵
魂。这个观念不同于儒教，儒教虽也可能有二元观念，但“甚重形体”，
因此，在儒教传统之中，人们重视“形体”的保护。然而，正是在不重“形
体”的基督教传统中，对尸体的珍惜甚至还超过儒教，不像后者那样“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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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而往葬之中野”，居然在神堂内部存放教皇、帝王棺木。既然基督教
“生则重形，死则重魂”，那缘何还会有这种“死则不事魂而藏其形”的习
俗？康有为以饶有兴味的方式猜测，这个习俗可能来自欧州民间长期
留存的“鬼”的观念。在正规的基督教中存在的只有神，但在欧洲民间
却广泛存在对鬼的恐惧，人们相信，在被判入天堂地狱之前，死者会变
成幽魂，“盈塞虚空，无所归宿”。尚未完全化作灵魂的鬼是灵肉之间的
某种“模糊实体”，是不是这种两可状态引起恐惧，康有为未加考证。但
是，他指出，在“重魂”的基督教传统中，居然存在将“无数臭腐皮囊”长
留“清 庄严之神殿”的做法，这是一个令人费解、值得追问的问题。

康有为并没有直接用“文明”一词来定义宗教，但他对天主教在罗
马帝国分化以后起到的统一欧洲的作用十分重视，在所附《罗马之教
（附论耶教出于佛）》一文中说，“意国自罗马帝国君士但丁许行耶苏教
后百年，而西罗马灭。阿道塞统意大利，为西四百七十六年，于是入中
世黑暗之时，而耶教大盛，至称教皇。至西八百年，教皇为罗马皇帝，意
大利境，或为自由都市，分立为诸小国，乱离相续。而教皇实以师代君，
而统一欧洲，为大地上绝新之局……故罗马之都，实为欧洲二千年首
都，虽君士但丁，亦其子孙耳。若回之麦加，印之舌卫，其为帝都教地，
尚在其次也”（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２９）。

在西罗马衰落后，天主教能替代帝制保持欧洲统一，乃因这个宗教
有着严密的大小教区体系和教皇以及“法老（主教）”选举制度，“其大教
区有大教正统之，小教区有小教正统之，皆有会议，并有赏罚之权”。在
微观层次，罗马天主教堂内的告解室（认罪亭），也起到“合国”的作用。
有关于此，康有为在《号称宇内第一之彼得庙》中说：

殿近墙处，皆有小木亭。内分三间，以立三人，盖所谓“认罪
亭”也。凡十一亭，为十一国人认罪处。盖教皇所统凡十一国人，
人各入其国亭。盖教皇之在“黑暗世界”，视各国君王如诸侯，而
自为天子，故有此包含众国之宏规也。（康有为，１９０６：３１）
“罗马之教”中教皇长期保有“欧洲共主”的地位，这在路德新教出

现之后发生根本性动摇。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１９０６：３１—３２）提
到了这一转变，并将之与路德新教通过允许僧侣婚配而减少教堂淫案
的做法相联系。

在《德国游记》中，康有为进一步分析了路德新教导致的转变，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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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旧两教对欧洲统一与进步的不同作用。结束意大利之行后，康有
为五月十六日从瑞士进入德国，开始其德国之游。在《德国游记》中，康
有为叙述了自己对“日耳曼三杰”之一路德（其他二杰为“哲理之杰”康
德和“功业之杰”俾斯麦）的看法。在康有为看来，路德建立的新教对欧
洲各国产生了广泛影响，从根本上动摇了旧教一统欧洲的局面，使欧洲
进入“分国”和宗教战乱阶段。从一个角度看，这个转变可以说是从“升
平”退为“据乱”，其造成的结果距文明甚远。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这
个转变却不是没有正面意义的。新的“据乱”其实含有另一种“升平”的
因素，“分国”使欧洲出现众多独立政治实体，这些实体“众小竞争”，推
动了进步。与此同时，为了在均势之中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欧洲形成
了“万国公法”。路德宗教改革破坏了“一统”，使欧洲归于“封建”，但也
促进了立宪、竞争、改良、平等、社会治理，甚至有助于欧洲国家势力的
海外拓展（章永乐，２０１７ａ：６８—７０）。

然而，康有为并不认为，给欧洲新文明建设带来巨大益处的路德宗
教改革就是治疗近代“中国之病”的良方。他认为，相比于“分国”之下
的欧洲人，中国人长期生活在一统之世，面对的国家远比近代欧洲小国
规模大，因而尚未实现内部运行机制的精密化，留有极大的自由，在营
业、建屋、经商、习工、开学、为医等方面，都无需如欧洲国家那样以官府
许可为前提，并且，税负也远低于欧洲列国。中国百姓与官府关系的松
散固然导致“民气散漫，民质拖沓”，有必要向欧人学习，形成“整齐严肃
之兵气”，但毫无必要放弃有利于升平的“合国”天下制度（章永乐，

２０１７ａ：７４）。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有为（１９０６：５）认为，从孔子三世之
道来考察，路德新教虽推动了欧洲的进步，但总体来看，“吾昔者视欧美
过高，以为可减至大同，由今按之，则升平尚未至也”；欧洲“至今未能尽
其升平之世”，是因为“今欧洲新理，多皆国争之具”，“一二妄人，好持新
说，以炫其博”，“迷于一时之权利，而妄攻道德”。这些都使欧洲“去孔
子大道远矣”。而在当时的中国，不少人“辄敢攻及孔子，以为媚外之
倡”。康有为（１９０６：６５）担忧这些“媚外”言论会“使己国数千年文明尽
倒”，退化为“国争”、“险诈”的据乱状态。

五、中西文明之异

在《西方作为他者》（王铭铭，２００７）一书中，笔者认为，近现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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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方论”是在欧洲势力推进到东亚这个大背景下，基于之前的意象
生成的，此时之“西方”与欧洲这个“他界”最直接相关，但其表征却与之
前相继出现的“西王母”、“西域”、“佛国”、“西洋”等古代地理—宇宙论
的异域定位藕断丝连。古代地理—宇宙论异域定位含有丰富的他者观
念，这些他者观念有的确实有圈层等级（核心圈、中间圈、外圈）色彩和
“中国中心主义”世界秩序论内涵（费正清，２０１０），但其对我者／我方与
他者／他方的理解却并不单一，既有朝贡式的，又有朝圣式的。朝贡式
的理解将我者视作位居“中央”，既高于他者，又有必要涵盖后者；朝圣
式的理解则反之，视他界为高于我界者。故而，可以称前者为“帝国之
眼”，后者为“他者为上”。如果说朝贡式是从“来朝”来理解内外关系，
那么，也可以说，朝圣式是由“往复”于内外实现我者之超越的。两种样
式的他者叙述自上古就出现了，在秦汉之后，二者长期交杂，势力此消
彼长。大致而言，在盛世，朝贡式势强，朝圣式势弱；在乱世，朝贡式势
弱，朝圣式势强。

康有为出生之前半个世纪，朝贡式依旧保持着强势；那时，自负的
欧洲王国之使华尚被理解为“来朝”，而天朝依旧在宫苑格局中展现着
其世界中心地位（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８８）。康有为出生在一个巨变年代，其时，
朝贡式在外力的挤压下势力开始走弱，士人中开始萌生物质、制度、精
神各门类的西方主义意识，至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康有为汇通中西印，游历
大江南北之后，这一意识获得了某种“朝圣式”特征。

然而，无论是“朝贡式”还是“朝圣式”，若单独运用，都不能充分表
达康有为游欧时的心境。清末国人实已知晓天下不过是万国之一，而
康氏周游列国，并非以“征”为名义，而发生在其流亡海外阶段，无论是
其处境还是其心境，都有别于同时期从西方帝国主义宗主国或其属地
出发前往他界的旅行者（Ｐｒａｔｔ，１９９２）。当时的中国处在“逆境”而不是
“顺境”，在海外，康氏自担“保皇”使命，内心还是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
“朝贡式”的认识姿态，满怀热情地努力尽揽万国山川、政教、风俗民情、
文物遗产。在标注旅行记之完稿日期时，康有为似乎也“我者为上”，没
有采用西式纪年，而是运用他与梁启超发明的孔子纪年，以之替代王朝
纪年，但容许在具体叙事时以旧历和王朝纪年来标注时间，之后再加注
出格里高利纪年。然而，与此同时，一方面康氏必须以有具体限定的
“朝圣式”表明其所游历之国并非过去的“诸番”“岛夷”，而是“大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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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文明之国”，其所努力“尽揽掬而采别掇吸之”者为十多个因在
“政教、艺俗、文物”诸方面都有成就而“都丽郁美”的国度；另一方面，他
深知，孔子历也是按照西式“累积性时间”（Ａｖｅｎｉ，１９８９：１１９—１６３）来
设计的，模仿的是“耶稣生后某某年”的做法，而若不将“光绪某某年”解
译为西元某某年，人们将无法清楚得知其时间定位。这种混杂性，可以
说是“朝贡式”包糅着“朝圣式”，但又不尽然，因为康有为并没有将欧洲
浪漫化为存有“不死之药”的西王母之山或佛教西天，而是不断重申其
周游列国的使命在于对诸文明“淘其粗恶而荐其英华”。由于这些复杂
心境，康有为采取了一种拟科学姿态，借之展开跨文明比较。

康氏的跨文明比较多为横向，广泛涉及欧洲文明整体与印度、埃
及、美索不达米亚、中国之间的差异，然其主要关注点是中西之异，尤其
是古希腊与古罗马之间的差异及近世王权国家（如英国、德国）与共和
国家（法国）之间的差异。然康氏并不满足于横向比较，而总是将之与
纵向比较结合起来，将差异与文明进程的阶段性联系起来，得出价值判
断。总体而论，这个来自阶段性文明进程观点的价值判断，其总旨趣为
大同，而内涵为有助于天下迈向／返回大同的升平。如前述，对康氏而
言，无论是武功还是文治，抑或是其杂糅形态，只要有益于克服文明内
部的裂变分支，在康氏看来都是有助于升平的、正面的、有德性的、可欲
的，反之则不然。文野之别既是如此，则相比于近海小邦，欧亚大陆核
心地带的大规模古文明帝国相对优越；相比于一统不足的英法，德国相
对优越。在《意大利游记》中，康氏更重视考察中西之异，认为相比于一
统时间较短的罗马帝国，一统绵续久远的中国远为优越。

借游历罗马之机，康有为集中思考了中西一统的不同历史气运。
结束罗马之行时，他写下《罗马沿革得失》一文，表达了他对罗马文明兴
衰的看法。康有为认为，罗马帝国与秦帝国的建立时间相仿，但与中国
不同的是，它的兴起没有三代之盛的背景。三代文明已蔚为大观之时，
开创罗马帝国的意大利之地，“盖野番部落云耳”（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０）。
孔子时，此地曾“废王而改为共和政体”，因袭“部落之俗”，实行“团体政
治”，不行“君主政治”（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１）。此阶段意大利虽还没有文
明大国，但罗马人占据要冲之地，渐渐扩张并“征服诸蛮”。那时，希腊
数岛已文明化，而欧陆尚处于未开化状态，“皆同野番”。在中国秦汉之
时，罗马才出现一批大将，将意大利势力扩张到地中海沿岸，“兼吞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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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遂成一统之大国”。而罗马一统大国建立之初数百年，罗马人征战
不断，“有同匈奴、蒙古”。通过征伐劫掠，罗马“积金如山”，“其开国之
原”，“盖夷狄之行也，去文明远矣”。直到罗马灭了希腊之后，才输入雅
典的文学、政法、美术，改良其法律和文艺。希腊本就融合了埃及、巴比
伦、亚西里亚建筑雕刻的优点，学到雅典文明的罗马人如法炮制，使其
王宫、公室、神庙、浴堂、技场、园囿都“极天下之壮丽”（康有为，１９０６：

１０２）。这些大规模建筑的营造都是由劫掠来的财富支撑的，因此康有
为认为，罗马的希腊化同秦政之仿六国宫室，北魏、金、元之“改用华风”
是一样的。

罗马一统之运绵续数百年，其间，它对“所灭之国，粗收权利，而以
宏大之律网罗之”，为此制定出了精妙的法律。为了统治广大的疆域，
罗马人在行政上采取了犹如元帝国那样的“强干弱枝、控制通易之方”；
在经济上强制被征服地区朝贡，为此，大开通道，“凡得一国，必造大道
焉，令各属地皆与京师通”（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２）；此外，帝国还推行驿传
之法，创立国家银行和财政制度。近代欧洲各国都采取“重都府、通道
路、速邮传、立银行”四大政，与罗马帝国当年“法律大行于欧洲”有直接
关系。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３—１０４）认为，这“四大政”是帝国的主要文明遗
产，与之相比，中国在这些方面有严重缺憾。

罗马立国是通过征服他国实现的，这一点与中国的秦一样。立国
后，罗马经受了日耳曼之扰及统一与分裂的摇摆，这也与相应时段中国
的情况相近。所不同者，欧洲缺乏中国隋唐这个“二次一统”阶段，“惟
隋唐混一华夏，而欧土无一英雄如周武帝、隋高祖、唐太宗者，遂使欧洲
不幸为千年争战之黑暗世界”；相比之下，“我国幸而一统千年，得以久
安”（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６）。欧洲之所以在罗马帝国衰落之后陷入分裂，
中国之所以在欧洲千年战争之时分而复合，原因可诉诸地理环境的差
异：“我国地形以山环合，欧系地形以海回旋。山环则必结合而定一，海
回则必畸零而分峙”（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６）。与此同时，有无种族—文化
的“差序格局”解释了中西差异。在中国，“《禹贡》以五服分地治之亲
疏，《春秋》以己国、诸夏、夷狄分三等”，这些多层次的等级种族—文化
划分，使得三代至秦有处理国与国之间、夷夏之间关系的制度，“皆有己
国以与他国相对待，又有诸夏以与夷狄相等差，故内其国而外诸夏，内
诸夏而外夷狄”（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６）。康有为认为这些细致的划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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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然”，有人伦亲疏之依据。相形之下，罗马则缺乏这类系统，而是粗
略“以意大利为己国，而后次第平列邦”（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６），在统治者
与被统治者之间划出一条二分界线，没有中国曾经广泛实施的中间型
制度。罗马“以其有内国、外国之分，故日事征伐，以辟土为事”，“我国
自汉后，以禹域为内国，此外皆夷狄，无诸夏之一义矣。夷狄则部落散
漫，粗羁縻之，无足与较，亦无可畏忌。于是专事内治，而不事征讨”（康
有为，１９０６：１０７）。内外二分体制与多层次圈层等级体制，一个使罗马
强大，一个使中国保守其疆域。相比而论，前者有着更有效推进帝国疆
域扩张的功用，然而同时，这种空间扩张是以帝国无以长治久安为代
价的。

“罗马虽乘埃及、巴比伦、亚西里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希腊诸文明
国之汇流，以一统大国名于西土，今欧人艳称之。然以之与我汉世相
较，有远不逮者”（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１）。在附文《罗马与中国汉世比较，
罗马不如中国者五》中，康有为阐述了他对罗马与汉朝之差距的看法。
他认为，相比汉朝，罗马贵族与平民之间的不平等远为严重，百姓的社
会流动自由远为有限，暴力事件（“乱杀”）不仅频发于豪族与平民之间，
而且充斥在统治者的政治生活中，“统观罗马一统之业八百年中，当国
有位号之人以百数，能保全者不及十主”（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６）。家族伦
理治理方面，制度虽与中国同，但“其淫乱之俗，则不及我国远甚”，“废
后、杀子、弑母，不可殚数”（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７）。导致罗马出现此类问
题的主要原因是，罗马“立国无纪”（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５）。在康有为看
来，武功可以催生帝国，但文治才是文明的追求。遗憾的是，正是在文
治这方面，罗马远不如汉朝，个中原因与罗马的政权构成有关。

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圈子至多推及拉丁人，更长期待罗马一城之外
各国百姓为平民，视征服地域为藩属地，“遣都护治之”。这些“都护”出
身贵族，行为纵恣贪暴，不愿对其治下人民进行文明治化。因此，帝国
疆域内未能移风易俗。个别“团体”，如日耳曼，在习得罗马法律、风俗
之后，则可能渐渐借之谋取独立政权。故而，“其将相吏士之所自出，文
人学士之所发生，政事礼俗之所盛行，图书戏乐之所开发，繁华盛大之
会集，实只有罗马一城之内，并不能远及于意大利之封域焉”（康有为，

１９０６：１４２），而夫意大利之方域仅比中国的省域，出了罗马城，则“尚杂
蛮族未开化者无数”（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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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之哲学、诗歌，虽有中兴者，然仅罗马一都市民耳，不能遍及
意大利。其余井吞之属地，则概以羁縻待之，如今西藏、回疆之人，既不
与政权，亦不加教学”（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２）。与之不同，中国汉时将帝国
所在的核心范围（“禹域百郡”）视作“内国”，到汉之中盛阶段，实现治化
平等，所属郡国设立学校，在县乡选举三老，文治得以广泛传递。即使
是偏远的犍为（四川乐山），地方文人也能著书立说，使汉代诸四方郡国
涌现出一大批名扬天下在经学和文学上都有高度建树的学者，对于汉
朝整体的文明升华做出了杰出贡献。此外，朝廷重视选才，“郡国皆岁
举孝廉茂才，或访问贤良”，“故学术遍于全国之乡野”。这种“彬彬文明
礼乐之世”，“则以今欧美之盛，尚有逊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３）。

罗马帝国的“内国”只有意大利一国，而汉朝的“内国”是它的十倍，
其文明之化“亦过于罗马十倍”。康有为说，从罗马人的政俗看，罗马人
虽自称据有文明，但却没有脱离“野蛮之本”。在文明上，罗马与汉朝之
所以有巨大差距，是因为虽则其立国所赖之武功为意大利“自产”（原生
于其部落团体根基），但其文治却多为“借贷”（引进借鉴）而来，而汉朝
则不同。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７－１４８）说：

罗马起于小蛮夷，日以争杀为事，立国千年，仅得意大利
半岛，虽有议会，绝无文明，及西历前一百四十六年，当汉武
世，平定希腊，乃以希腊之文学技艺，行之国中；然仅及罗马一
城而止，未及于意大利也。其后有之，渐推广于全国，则甚微
矣。故罗马实为武功之国，不得为文学之国。文明本非其自
产，乃借贷于希腊而稍用之，此与北魏、辽、金、元之入中国相
同。岂与汉世上乘夏、商、周之盛，儒墨诸子，皆本国所发生，
百郡人士，生来已习，濡浴已深，无烦假借。
与１９世纪西方进步主义文明比较一样，康有为在中西之间所做的

对比不仅源于观察，而且出自态度，因而不免存在明显的自相矛盾。在
其有关进化和三世的论述中，康氏将中西之开化与通过暴力实现相对
和平的历史进步联系起来，认为二者的早期一统均成于“大国吞小”这
一“国”之暴力性演化的自然程序。然而，在比较罗马与汉朝时，康氏的
观点产生了转变，他更多借助其从上古中国文明概念改造而来的文治
论对比中西。

康有为一方面将罗马与汉朝同等看待，视二者为处于“升平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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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体系，另一方面则认为真正达到升平的惟有汉朝。康氏看法的自
相矛盾源于其观念世界中现实与理想的杂糅。他有时采取拟科学（拟
生物进化论）的竞争理论理解现实（如历史上普遍存在的以暴易暴和武
力征服），有时则将其在历史中看到的某一情形（如汉朝以非武力方式
治理社会、实现一统）视作理想。

然而，康有为并没有就此彻底否定罗马帝国的文明成就。相反，他
明确承认，罗马文明确有其优于中国的因素，如前文所言，其中一个就
是其通过保存文物留住历史的传统。

在《尼罗帝宫（附论罗马宫室不如中国秦汉时）》一节中，康有为
（１９０６：５０—５２）说，游罗马之前，他间接了解到罗马文明以其“建筑妙
丽”而闻名，这曾使他“倾仰甚至”。可是，“亲至罗马而遍观之”，康有为
“乃见其土木之恶劣”，感叹“以王宫之伟壮，以尼罗之穷奢，而其拙蠢若
此”。这使他想起了汉武帝时的建章宫，不仅规模远比尼罗帝宫宏大，
而且在营造上遵循着术数、方位、山水法则，又配以上林苑，“连绵四百
余里，离官别馆，三十六所”。康有为还想起了《汉书》记载的秦之骊山
陵，罗马虽无陵墓，但透过它，他能看到“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
程度过于罗马”。

比较罗马与汉朝，康有为说，清末国人多数耳闻而未亲游罗马，误
以为近代欧美之盛美乃“出之罗马”，对罗马“尊仰之”，此为“大谬”。即
使从宫苑的“伟壮”角度看，罗马也远不及汉朝。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有壮丽的过去就有壮丽的现在。汉朝的宫苑
的确胜于罗马，但这些宫苑毁坏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后世连其痕迹都难
以辨认。究其原因，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６）认为，除了其他原因，一个突出者
为，中国传统建筑多用木构，而罗马多用石构，“吾国人虽有保存旧物之
心，而木构……不久必付之于一烬”，难以“垂长远”，“令我国一无文明
实据，令我国大失光明”。

建筑缺乏耐久性，有碍国人通过其遗存返回古代，以其为立足点进
入近代。与此同时，生活在一个不以“团体民政”为社会基础的国度，人
们也不易养成共享文明果实的良好习惯，这也潜在地使近代中国落入
不利境地。“罗马……故为团体民政。是故虽限于贵族自私一城，而其
图书馆、博物院、戏场、浴场、公园、女学、恤贫院，皆与其城中之一族人
共之。而今者欧人师之，乃推而便与人民”（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８）。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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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说，作为罗马帝国之根基的团体政治，使其在一城之内完成的文明创
造得以在团体内共享，到了近代，这种团体内文明共享之习惯又得以在
欧洲分立诸国内部发扬光大，以“分”为方式，促进了欧洲文明教化。相
比之下，中国在显露出突出优势的文治方面往往也暗藏不如人之处，
“汉世百郡千县，并设学校，皆有文学掌故；博士弟子，诵经习礼，大学生
至三万人，而边人皆得论秀入官，执政典兵；至今英、德、法、美，每一大
学，学生无过万人者，合各国比之，尚不及我汉世”（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３），
但“我国虽号文明，所有宏丽之观，皆帝王自私之，否则士夫一家自私
之，则与民同者乃反少焉”。这一因素起作用之后，便“亦让欧人先我百
数十年”（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８）。

如前所述，康有为发明了孔子纪年，这一纪年法仿效西元以耶稣诞
生为纪年起点的做法，以孔子诞生之年为元年（孔子生于周灵王廿一
年，鲁襄公廿二年，即西元前５５１年）标注历史的累积过程。孔子纪年
法在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就已出现（萧公权，２００５：２９３—２９５），最早在光绪
二十一年康梁所办《强学报》施以公用，用意在于通过放弃帝王年号纪
年以推动维新。梁启超１９０１年在《清议报》发表文章解释了新创这一
纪年法的用意。他说，“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辄易其符
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之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尤为野蛮之野
蛮”，之所以说“野蛮”，乃因此纪年法“于考史最为不便”（梁启超，２０１４：

７５）。康有为于是主张加以废弃。当时，国内对于废弃帝王年号纪年之
后中国应采纳何种历法存在着广泛争议，有人主张耶稣降生纪年，有人
主张黄帝纪年，也有人“倡以尧纪元，以夏禹纪元，以秦一统纪元者”（梁
启超，２０１４：７６）。康梁认为，“泰东史与耶稣教关系甚浅，用之种种不
合，且以中国民族固守国粹之性质，欲强使改用耶稣纪年，终属空言
耳”，而黄帝纪元等有助于“唤起国民同胞之思想，增长团结力”，但这些
纪元依据的年代“无真确之年代可据”，有鉴于此，二人主张，“惟以孔子
纪年之一法，为最合于中国”（梁启超，２０１４：７６）。具体原因如下：

孔子为泰东教主，中国第一之人物，此全国之所公认也。
而中国史之繁密而可纪者，皆在于孔子以后，故援耶教、回教
之例，以孔子为纪，似可为至当不易之公典。司马迁作《史
记》，既频用之，但皆云孔子卒后若干年，是亦与耶稣教会初以
耶稣死年为纪，不谋而合。今法其生不法其死，定以孔子生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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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此吾党之微意也。（梁启超，２０１４：７６）
康梁相信，“耶教”纪年法因有超越个别朝代加以历史时间累积的

特点而在文明程度上高于中国旧史的“君主分纪”，值得借鉴。然而，他
们也相信，绝弃中国既有传统并不是办法。鉴于孔子纪年法既有助于
保存东方传统，又有其实据，更有助于避免人们将这一传统简单等同于
近世欧洲的国族传统，康梁选择了它。如梁启超解释的，选择孔子纪年
法也是为了表明，“孔子为泰东教主”。

仿效西法重建东方传统，是康有为创制孔子纪年法的本质追求。
这一追求一方面是“他者为上”的，但另一方面却并非如此。康有为的
复杂心境在其对宗教的叙述中得到了更为集中的表现。

出于对绵续至近代依旧能启迪民智的罗马旧影及与之相关的“团
体格局”的欣赏，康有为在驻足罗马之时总是为其宗教所吸引。在《罗
马之教（附论耶教出于佛）》中康氏称，其在罗马时，“意人乘德法之战，
削教皇之大权”，以至于“教皇，遂如东周君之仅拥虚位”，然而，当时罗
马一城，“长衣缁图，盈塞市里，寺庙相望，僧官尊崇，余风未殄，神道设
教之盛，尚绝异于他域焉”（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２９）。

古今罗马的宗教盛况，让康有为赞叹，但并没有使他采取任何“宗
教特殊论”。在《罗马四百寺之至精丽者无如保罗庙》一段，他采取了一
种接近普遍主义的态度否定了中国无宗教的说法。他承认，春秋以前，
“民之信奉杂鬼神者太多”，“孔子恶神权之太昌而大扫除之，故于当时
一切神鬼皆罢弃，惟留天地山川社稷五祀数者，以临鉴斯民”（康有为，

１９０６：６７）。孔子虽然排斥神权，却也创造出自己的宗教。他“虽不专发
一神教”，但“仍留山川社稷五祀者，俾诸侯大夫小民，切近而有所畏，亦
不得已之事也”（康有为，１９０６：６７）。在康有为看来，“孔子实为改制之
教主，立三统三世之法，包含神人，一切莫不复帱，至今莫能外之”（康有
为，１９０６：６８）。以三世之法为教理的孔子之教，与时变通，但并不是苏
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康氏认为，将孔子之教视作哲学为朱子之过。康
有为（１９０６：６６）指出，通向宗教的道路不止“神道”，“夫教之为道多矣，
有以神道为教者，有以人道为教者，有合人神为教者”，其共同之处在于
“使人去恶而为善而已”。孔子之教确有与罗马之教的“神道”不同之
处，但正是这个不同之处构成了孔子之教的首要特点和优势。“孔子敷
教在宽，不尚迷信，故听人自由，压制最少”（康有为，１９０６：６８）。他创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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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可谓“人道”，追求“公”字所意味的一切，因此，“教之弱亦因
之”。然而，“人道教”却是文明进步的表现，“治古民用神道，渐进则用
人道”，“故孔子之为教主，已加进一层矣”（康有为，１９０６：６８）。

除了孔子之教外，古代中国也有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者”，如张道
陵，他“尊天尚仁，又有符咒之术，道术全备，殆与耶同”。后来道教的张
角则“几成教皇”。但这一神道教一直没能像孔教和佛教那样获得主流
地位，这是因为“孔子与佛，皆哲学至精极博，道至圆满”，“而耶苏与张
道陵，则不待是”；“耶苏与张道陵所生同时，惟张道陵不幸不生于欧洲，
故其道不光也”（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３３—１３４）。康有为认为，孔教或“人道
教”含有一种尊重人情自然的教理，对于克服纷争与虚伪有着重要作
用，“如此粗浊乱世，乃正宜以《春秋》治之”（康有为，１９０６：６８）。

六、佛、“五海三洲”与文明互动

《意大利游记》在旅行记之后收录的附论之一《旧说罗马之辨证》，
在文体上尤其接近古代异域志。在该文中，康有为勾勒出汉时罗马帝
国治下藩属王国、城郭、邮亭等构成的控制网络，概述了罗马之物产、人
种、习俗的一般特征，介绍了罗马剧场、城邑、王宫、斗兽剧场、会议国
事、王权、贸易、货币等的情况。接着，康有为还考察了中西之间的交通
路线及文明交流状况。康有为说，罗马与汉朝一个居于欧亚大陆极西，
一个居于极东，但相互之间民间往来古已有之，各自帝王也早已谋划互
通。汉时，“罗马既有骆驼之队商以通波斯，筑石道自埃及达幼发拉的
河，又有商艘百二十往来于印度，凡玻璃、纸、瓷、织染、金银工雕刻品，
皆通商之品也”（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３９）。然而，罗马与汉朝之交通却也常
常受阻，个中原因是安息商人“争利垄断”。甘英出使西国，计划渡海之
时，安息商人背后作梗，散布谣言说，“海中有思慕之物，往者莫不悲
怀”，“甘英愚怯，辜负班超凿空之盛意”，在其西行路上止步，这使汉朝
错过了与罗马交接的机会。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２）评论说：“至今中西亘数
千年不通文明，不得交易，则甘英之大罪也。”

康有为花费了不少笔墨比较中西之异，与此同时，他也尤其重视追
寻二者之间相通的历史轨迹。除了在《旧说罗马之辨证》中表露出的对
中西交通和贸易的关注之外，康有为对中西精神领域的互通也极其关
注。在《罗马之教（附论耶教出于佛）》一文中，康有为提出了“耶教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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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的看法。
比较佛耶，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３２）承认，“佛兼爱众生，而耶氏以鸟兽为

天之生以供人食，其道狭小，不如佛矣，他日必以此见功。然其境诣虽
浅，而推行更广大者，则以切于爱人而勇于传道”。然而，他相信，耶教
“言灵魂，言爱人，言异术，言忏悔，言赎罪，言地狱、天堂，直指本心，无
一不与佛同”，而“考印度九十六道之盛，远在希腊开创之先”，佛教很可
能通过波斯这一“中间地带”之舟车商贾大通而从印度传入希腊（康有
为，１９０６：１３１—１３２）。

今之学者必定将康有为对宗教传播的解释视作大胆猜想，但康有
为述及此事时所关注的不一定是史实，而是其乐观其成的区域文明关
联。在康有为看来，历史上中西之间在精神领域并没有完全隔绝，通过
印度这个中间者，二者有过某种相通。佛教进入中国之时，“儒教”已成
完善系统，因而佛教之地位长期比不上“儒教”，但作为儒释道的一个重
要方面，佛教持续对中国人产生着重要影响。尽管“耶教”长期被视为
西方宗教，但这个宗教之整体却也是从印度引进到西方的。康有为认
为，与中国不同的是，古希腊罗马文明都是自外而内输入的（即所谓“借
贷”），因此，输入而转化为“耶”的“佛”在漫长的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在
文明中持续起着主导作用。

除了印度，康有为认为，中西之间还有另外一个中间领域，这就是
中印之外的另外一个古老“文明源土”。在《论五海三洲之文明源土》一
文中，他依据书本知识提供的间接经验考察了这一“文明源土”的面貌。

至完成《意大利游记》的写作之时，康有为“自日本、缅、暹、南洋、印
度及欧美十余国，足迹皆遍”。那时，他尚未到“突厥、波斯之境”。“然
经埃及、阿刺伯及希腊而望之，据所阅历及旧史所传，溯今欧洲盛强所
自生，以与我国相比较，则有大可感动惊骇者”。令他“惊骇”者为五海
三洲，这个地域的地理构成如下：

埃及以尼罗河流而先发文明，巴比伦、亚西里亚（亚述）以
凭幼发拉的河（幼发拉底河）、低格里河（底格里斯河）而继开
文化，巴比伦之都则临波斯湾海口，亚历山大之市则临地中
海，君士但丁则临地中海、黑海之峡。此一片土，南北数千里
间，界域于地中海、黑海、里海、红海、波斯海五海之中，连络于
欧罗巴、亚细亚、亚非利加三洲之脉，山海交错而耸荡，岛屿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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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以分峙，水道通贯而便易，又有沙漠纵午而交横，无所不备
……（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４９）
在这个广阔的地理范围内，文明与中国一样早发甚至更加古老，但

情形迥异。早在尧舜之前，巴比伦和亚述（“亚西里亚”）“迭相为王，实
为一国”（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０），埃及则属于另一个系统。巴比伦、亚述、
埃及三者之间关系宛若炎黄相嬗、共工蚩尤争霸作乱，但关系的整体形
态不同。在波斯并吞埃及、巴比伦之前，其所在文明地理板块不存在合
一的基础。中土夏时，下埃及分为数小国，上埃及则隶属于阿拉伯游牧
部落四百年，在商代时达到最盛，到拉墨塞王时，凭其武功，“震于小亚
细亚，劈地至于幼发拉的河”（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０），但并没有实现区域统
一。其后，亚述人并吞诸国，甚至“割及埃及”；到商末周初，“千年之顷，
两国因互为吞并而有交通”（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０）。故巴比伦城、尼尼微
城、启罗城（开罗）三都，建筑精美雄伟，宗教上有同源关系，“文化混合”
程度高，但终究没有实现合一。究其原因，五海三洲这个广阔区域，文
明有两个源头。三代之前，中国也可能有两个文明源头，一个是尧舜禹
三代构成的接近于巴比伦、亚述体系的文明系统，另一个则是三苗。三
苗“左洞庭，右彭蠡，凭据江南，已为大国”，“自蚩尤与黄帝为敌，至舜、
禹未能定之”，在炎黄之前千年以上就形成了自己的“国统”和“刑法政
治”，有“与华夏划分江河而居”之势（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０—１５１）。然而，
由于三苗文明易于在古国衰落后退化，且由于华夏善于“采择灌输”，其
与华夏合为一体成为历史必然。与此不同，在五海三洲区域，埃及与两
河流域长期分立，前者虽可比三苗，但体制和势力远比三苗稳定。

五海三洲之地得到一统，功劳应归于波斯。波斯为马太六百二十
五附属小国之一，但在孔子时代突然兴起，三十年内灭马太、亚述，灭埃
及，臣服腓尼基、巴勒斯坦，甚至兵临希腊。“波斯之立国，以武事而兼
以文艺，与罗马同”，它“日辟百里”，“既合并诸文明国之一统，又东商印
度，西侵希腊”（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１）。波斯征战二百年，创造了辉煌的文
明功业，实现了文明“灌输”和“互进”。然而，五海三洲之地文明二元格
局之底色并没有因此而消退。在此期间，二元对立格局依然存在，罗马
与希腊虽接受了波斯文明的不少内容，但“罗马人与波斯世仇，争战累
千年，而波斯又曾为希腊所灭，故盛传希腊之文明，而不甚称波斯”（康
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２）。到中国的战国时期，马其顿王灭波斯，己身文明杂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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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波斯和希腊文化，基于此，建立了“西方第二期之一统大国”。但是，
从长远的历史观点看，波斯与希腊之间的二元对立格局并没有随之消
失（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２）。

重现于希腊与波斯二元分立格局中的五海三洲环节分支结构，也
重现于欧洲范围之内。希腊文明形成之时，欧洲大陆尚像近代的美洲
和澳洲一样等待开辟，而此时，罗马“忽出于地中海之中心东南”，通过
征战，统一了希腊、迦太基、亚美尼亚等，以至埃及之旧国，在西北方向
则开辟了西班牙、高卢、日耳曼、不列颠之类“荒地”，“泱泱大风，又汇无
量数之文明源泉而成大湖大海”（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３）。然而，罗马一统
之外，暗藏着日耳曼之类新文明勃兴之契机，到了近世，则继之有西班
牙、葡萄牙“寻海之新事业出焉”。“欧罗巴之文明，则罗马之子，希腊之
孙”（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４），自成其谱系，随着近代海外拓展则又产出“旁
出孙枝”，即美洲新文明。这个新文明到了１９世纪后期，“倒流于印度、
日本，而波撼于我国”（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４）。

欧罗巴文明之源可以追溯到“五海三洲之片土”，这个地理区域不
但有欧罗巴文明，也培育出了阿拉伯一脉的传统。这个传统在穆罕默
德（“摩诃末”）创立王权—祭司（君师）合一的制度之后，得以发扬光大。
此后，其势力“西并西班牙，东吞印度，南控北非，北尽里海，中据君士但
丁，交通中国，而开阿刺伯文明之业，恢恢夫二万里之大国，跨大海大陆
而成新治教之大国，盖兼印度、波斯、罗马、中国之文明而尽有之”（康有
为，１９０６：１５４）。在康有为看来，伊斯兰世界这种新式政教组织集大地
古今文明之大成者，其构成有兼容并蓄之特征。然而，正是这一集大成
的文明系统在成型之后不久便出现了内部分化，“其后突厥、波斯分为
二国二教，则波澜盖盛于斯土”（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４）。

五海三洲之片土，居于欧亚大陆之中线，本应起沟通东西方、大化
文明的作用。比起中国，康氏认为此区域文明之“通汇”的特征远为突
出，它“无一不汇输，既有江海以通舟船，又有骆驼以通队商，于是无不
通汇”（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２—１５３）。然而，正是在这个整体看来“无不通
汇”的地理板块，一统局面却总是在确立后便瞬即瓦解。这不仅妨碍了
这一“片土”曾经多次出现的一统局面之稳定，还有严重的封闭主义潜
能，一旦这一潜能被激发，便有可能妨碍欧亚大陆的文明交流。到了近
代，突厥、波斯都成为“比之万国，最为闭塞守旧之地”，康有为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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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归咎于某一具体政教组织，而只能说与五海三洲区域内在的环节
分支本质紧密相关。

中国离五海三洲十分遥远，“吾国西起西域，经头痛身热之坂，风苦
鬼难之地，尚不能达里海而逾须弥；北开鲜卑、黠嘎斯、薛延陀，则须度
万里之瀚海焉；东南界海，浩杳无际”，受“沙漠崇山苦寒之大陆”及“大
洋浩杳之小岛”隔绝，难以与这个异域之地直接联系（康有为，１９０６：

１５３）。然而，“五海三洲之片土，东西推广，皆在近邻，浩浩无穷”，到了
近代，它“必复为文明所走集”，虽然是否会成为“大地之公都会”尚未可
知，但其影响必将至为深刻（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５５）。

出于这个考虑，康有为自１９世纪９０年代便对奥斯曼帝国的近代
处境给予了高度关注。他认为，突厥（土耳其）与中国人“同种同类”，其
所建立的帝国之近代经历将会影响中国。１５世纪，其势力侵入欧洲，
曾使后者在科技进步关键时期的几个世纪里为应对奥斯曼帝国而疲于
奔命。但是，其间欧洲各国不断变革强大，突厥则因麻痹大意而渐渐遭
受欧洲列强的攻击。结果，一统局面陷入瓦解，帝国内部各民族纷纷自
立，外部承受强国重压。在危急形势下，突厥谋求改革，但１９世纪末时
局动荡，与大清一样，突厥物质文明低下，国力积弱。１９０８年，康有为
在游览了一系列曾受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欧洲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
亚、塞尔维亚等）之后，前往土耳其考察，碰巧赶上青年土耳其党人发动
兵变、建立立宪君主制的盛况。康有为惊叹此次立宪成功之迅速，并将
其与之前的立宪相联系，在《突厥游记》稿本中赞赏了青年土耳其党人。
与此同时，土耳其的立宪运动也引起了康有为的担忧，他认为，土耳其
民众误解了立宪，以为立宪等于无限自由，无法无天。这种心态的出
现，乃因土耳其青年党人与欧东、亚西、俄罗斯、波斯各国青年受法国共
和革命思想影响过大，这种思想导致封建领主政治权力被剥夺，但没有
清除“封建寺僧”和朝廷的特权，因而总是为压迫和暴乱的轮替提供条
件（章永乐，２０１７ａ：１２０—１３８）。对康有为来说，奥斯曼帝国的近代处境
是五海三洲地区在近代“复为文明所走集”的表现，其衰落不仅缘于这
个处境，还与这个地区内在的环节分支传统有直接关系。

七、结论

康有为之欧游启动于《大同书》完成后不久。在《大同书》中，康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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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其在《实理公法》、《康子内外篇》等著述中阐述的哲学思想，进一步
汇通中印西思想，尤其是其中的大同思想、众生平等观、空想社会主义、
进化论等，追究了人类之“苦”的根源，批判了有史以来存在过的众多不
合理制度，勾勒出了太平理想的轮廓。完成《大同书》后，康有为对现实
愈加关注，撰述了大量时评。游历近代欧洲强国，如德国、法国、英国
时，康有为考察了所到之处物质文明的政制和教化基础；游历有辉煌往
昔的意大利时，他去了“历史的现场”，领略古罗马一统遗迹，追究其兴
替分合之因由。

不受实证主义民族志研究规范的约束，康有为毋需久居一地践行
“田野工作法”，而是畅游四方。他也无需固守科学论述的语法而能畅
言感悟，他的内心世界里更没有学科格式化后人类学研究者通常有的
纠结。关于“纠结”，法兰西学派２０世纪中期的大师列维—斯特劳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Ｓｔｒａｕｓｓ）曾说：

一个人类学家的两种不同态度，也就是在自己的社会是
批评者，在其他社会是拥护随俗者，这样的态度背后有另外一
个矛盾，使他觉得更难以找到脱逃之路、解决之方。如果他希
望对自己的社会的改进有所贡献的话，他就必须谴责所有一
切他所努力反对的社会条件，不论那些社会条件是存在于哪
一个社会里面，这样做的话，他也就放弃了他的客观性和超然
性。反过来说，基于道德立场上的考虑和基于科学精确性的
考虑所加在他身上的限制而必须有的超脱立场（ｄｅｔａｃｈｍｅｎｔ）
使他不能批判自己的社会，理由是他为了要取得有关所有社
会的知识，他就应避免对任何一个社会做评断。在自己的社
会要参与改革运动就使他不能了解其他的社会，但对全人类
都具普遍性了解的渴望欲求得到满足则又（意味着）不能不放
弃一切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列维—斯特劳斯，２０００：５０２—５０３）
康有为是帝制末期的改革家，他对自己所处的社会有其批评，他意

识到“国人之思想，束缚已久”，因而致力于“解二千年来人心束缚”（梁
启超，２００６：１０５）。但在对自己社会展开自我批评时，他并没有自动变
身为另一个社会的“拥护随俗者”。当意识到媚外心态正在中土蔓延之
时，他更加相信，超越我者与他者有其必要。而在致力于通过西方文明
的亲身考察引导国人走出“西方迷信”之时，他也未曾放弃改良自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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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愿望。康有为并不习惯用文字游戏来玩味知识的相对性与普遍性
之类抽象问题，也许正是这一点，使他更易于克服纠结，用其“史”的意
识贯通我他文明。

由《意大利游记》观之，康氏定义的“文明”大抵有着以下两种主要
含义：（１）它暗含人类脱苦趋乐的大同进程，实为不可数名词；（２）它具
体指通过武功和文治实现的超越原生性共同体和社会分立局面的一统
体系，这些体系形态各异，具有鲜明的多样性。因而，若是将这个意义
上的“文明”翻译为西文，那这个词便应是可数形式的。

不可数文明（前一种含义）之所指，为人类文野之别中“文”的这一
面之生成及其所导致的提升，亦即人类共同迈向太平世的过程。康有
为的大同是某种乌托邦构想，其具体内容大致为：“一个在民主政府领
导下的世界国，一个没有亲属、民族和阶级区别的社会，一个没有资本
主义弊病而以机器发达来谋最大利益的经济”（萧公权，２００５：３１０）。大
同的实现，须经政治、社会、经济及民族诸方面的转变：在政治上，其目
标为世界性“公议政府”之建立，手段为破除国界、还权于民；在社会上，
为无阶级、男女平等自由的社会之建立；在经济上，为农、工、商“公”有；
在民族上，为“全地人中，颜色同一，状貌同一，长短同一，灵明同一”之
“人种大同”（萧公权，２００５：２９６—３２４）。不可数的文明用以指大同这个
理想，也用以指迈向这一理想的进程。

康有为深知，大同理想古已有之，但它从未真的实现过。也就是
说，倘若作为理想的大同可谓“绝对文明”，那么，迄今为止人类实现过
的仅止于“相对文明”，而所谓“相对文明”，实可指人类在通过不同路径
趋近“绝对文明”过程中所取得的有限成就。

康有为笔下的文明明显有乌托邦和现实的两面。康氏对未来的畅
想和对现实的剖析深受英国启蒙思想家如培根、霍布斯和法国科学社
会主义者如圣西门、傅立叶等的影响。这两面，如同其《大同书》中的未
来和现实一样相互分离，但在叙述其旅途中的见闻和思索时，他除了论
述第二种含义上的文明之外，还触及了这个意义上的文明因所处地理
环境和历史情势之不同而与太平世“绝对文明”构成的不同差距，由此，
他以具体历史关联了理想和现实、普遍性和差异性、客观性和主观性。

康有为把地中海视作是一组文明的透视点，船至海中时，他举目望
去，“望古思今，临波而歌之”，写下《地中海歌》；在歌中，康有为（１９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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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称，全球只有地中海区域这个“海环地”、“万里大海在地中”的奇迹。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Ｆｅｒｎａｎｄ　Ｂｒａｕｄｅｌ）１９４９年完成其有关地中海
区域社会经济史的名著（布罗代尔，１９９６ａ，１９９６ｂ）之前４５年，康有为已
指出，以地中海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有其独特地理环境的政治经济区域
体系。在他看来，在地中海周边滨海而居的“海人”谙熟操纵“海波”，习
惯于通商，从而使“海商成商国”，而从其中脱颖而出的英雄“虽起野蛮
小部落”，但“凭借海波驾楼舰，鞭符四表一统廓”（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１），其
所缔造的帝国更易于进行越洋征服，而通商和帝国营造都可催生文明。

《地中海歌》中有“用能贩易文明母”一语，这表明，康有为与同时期
提出交流为文明之本质一说的法兰西学派（Ｍａｕｓｓ，２００６：５７—７４）看法
相通。所不同的是，相比后者，康氏在有关政制的主张上更为明确。在
《意大利游记》中，康氏将更多文字献给了一统与分治的历史考辨和比
较。考虑到罗马帝国曾维持数百年的一统，而天主教在罗马帝国衰落
之后起着统合欧洲的作用，康有为认为，二者都意味着升平，堪称“文
明”。他将西方帝国和宗教与中土一统和孔子思想相比较，承认二者有
相通之处，但他同时认为，由于地理环境和治化方式不同，二者之间也
存在一些重要差异。相比而论，中土帝统在落入据乱（亦即在文明史中
重现的“野蛮”）之后恢复得更快，就历史的总体看，其一统之绵延时间
更长。与此同时，孔子之教除与天主教的共同点之外，尚有处理夷夏关
系的一套成熟方法，因而是一个更具大同内涵的“宗教”。换言之，在康
有为的论述中，相比于西方，东方的历史遗产更接近于他理想中的“绝
对文明”，即人类共同迈向太平世的进程。

有学者指出，西方社会科学自兴起之后长期沉浸在“分国研究”之
中，直到二战后才渐渐接受超社会区域研究的做法（华勒斯坦等，

１９９７）。而康有为在２０世纪刚开始，便基于文明心理之自然旨趣，有了
区域研究的自觉。他将欧亚分为两个大区，在《意大利游记》中表述了
一种比较文明观。对康有为而言，欧亚分为大陆地区与濒海地区（地中
海沿岸地区），濒海地区适宜于海上贸易和征战，有助于一统格局的形
成，因而也是文明的动力。欧洲“地形诡异吾地稀，宜其众国之竞峙而
雄立”（康有为，１９０６：１２）。然而，此类地理环境又存在着地理单元相互
隔离、界线分明的特点，因而也潜在着将升平推回据乱、将文明倒回野
蛮的因素。相比欧洲，欧亚东部大陆文明的核心地带是农耕地区，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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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较远，不便通商。中国群山环抱，欧洲以海回旋，前者有利于“结合
而定一”，后者易于“畸零而分峙”，其结果，“马基顿、罗马之一统实年不
过六七百；而战国、三国、六朝、五代之分裂，亦不过六七百年”，“我国数
千年以合为正，以分为变；彼土数千年以分为正，以合为变”（康有为，

１９０６：１０６）。
这一将大陆地区（中国）视作中心、濒海地区（欧洲）视作边缘的做

法，易于让今人斥为“我者中心主义”。其实，康有为的心境并非如此简
单。一方面，他与欧洲启蒙思想家和社会进化论者一样，倾向于将我者
抵达的境界“理论化”为他者的未来，另一方面，他也与同时期西学的革
新者涂尔干及其门生一样，将有史以来之文明视作“相对文明”加以同
等对待，试图通过比较和联想，推导出在其看来助于人类自我认识的结
论。以其对后一方面的论述观之，康氏欲做的可以说有些接近马克斯·
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这位小他六岁的德国社会学家所实践的，即求索其
身处的文明在历史运势上有异于其他文明的特征。韦伯关注的那个特
征生发于欧洲的局部性变革之中，如宗教—科学理性主义的“祛魅”，政
府行政理性化等推动下“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出现等（韦伯，１９８７），它使
西方区别于东方，近世区别于古代（韦伯，２００４）。康有为关注的那个特
征，其实质内容是那个使东方有别于西方的文治一统政制，这个政治历
史远比韦伯考察的“新教伦理”深远，其理想形态更不同于后者。

在康有为笔下，欧亚诸文明均含分合因素，如同阴阳化生，中西之
异主要在于前者“以合为正，以分为变”，后者“以分为正，以合为变”。
基于这个有概念限定的对比，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９）界定了亚洲文明立国与
“他地”非文明立国的差异：

……亚洲之文明立国已久，则以大国众民，君权久尊而坚
定，无从诞生国会。惟欧洲南北两海，山岭丛杂，港汊繁多。
罗马昔者仅辟地中海之海边，未启欧北之地。至欧北既启，则
无有能统一之者。以亚洲之大，过欧千倍，而蒙古能一之。而
欧洲之小，反无英雄定于一，故至今小国林立，而意大利、日耳
曼中自由之市，若斐呢士（威尼斯）、汉堡之类，时时存焉。
康有为并不否认欧洲与中国各自内部存在区域差异，相反，他认为

濒海／大陆之地理意象，可以用于分析欧洲和中国的内部区域差异。比
如，相比于海岛国家英国，欧洲大陆国家德国地势上更接近于中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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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更多一统之潜质（康有为，２００７：卷八，２３５—２６０）；相比于主导中国
文明的华北地区，华南沿海有着更鲜明的“小族分权”环节分支社会传
统（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３—８４）。德国（大陆）相比于英国（岛国），华北（大
陆）相比于华南（濒海地区），更接近一统升平的文明。

针对当时流行于共和派中的那种将中国无议会制之事实与“中国
人智之不及”之判断相联系的看法，康有为（１９０６：８９）指出，欧洲有议会
制是因“地势实限之也”（即使是近代议会制，也是凭靠英国“条顿部落
军议之旧俗”，经千年覆盖大不列颠三岛，之后又传播到美国，之后，“其
反动力则刺触于法，而大播于欧，遂为地球独一无二之新政体”），与其
“以分为正”的传统有关；而亚洲则反之，在广阔的大陆地带生成文明，
它长期实行君权一统，故“不能为中国先民责也”。

８．清末中国思想界存在保守派和西化派的对立，康有为既非前者又非后者，是少数致力于汇
通中西之学的学者中最为突出者，因而他既被保守派谴责为“以夷变夏”，又被西化派批评为
墨守陈规的守旧者以至“反动派”。康有为是少见的拒绝割裂世界化与中国化的知识人，他在
宣扬孔子之学时并不是在主张“本土化”，而是注重认识其世界意义；他在强调学习西方时，实
际主张的是以恰当有利的方式使中国世界化，而非西化（萧公权，２００５：２８１—２８２）。

在“后康有为时代”回望康有为，我们看到，在比较和选择上，他比
我辈更为务实而不受拘束。他不接受刻板的中西观，相信在西方内部
也存在着差异，文明形态在历史中也发生过数度变化。他认为，在进行
比较之前，应先确定我们要考察的是西方的哪个部分、哪个时代。他不
接受将中国割裂于世界的做法，认为进行文明比较应将中国视作内在
于世界的文明体。他主张“读中国书，游外国地”，进行跨文明的互证和
比较。他认为，中国传统有别于西方，但由于这一传统是一统主导的，
是“合国”升平的成果，因而，其本身具有世界主义内涵，国人需要在克
服媚外心态之同时致力于传承其既有的世界主义传统。康氏也反对认
为西方从未有过一统的说法，他认为，近世中土之人从西方看到的“国
竞”只不过是西方文明传统（“以分为正，以合为变”）的一个方面，如同
中国，西方也进入过一统升平时期。尽管受地理格局影响，西方相对更
易于从升平退回据乱，但东西方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担忧国人会
追随西方的不良潮流，康有为不时以“实地考察”所得为据，揭示当时一
些流行西方观的谬误。８这兴许会让人误以为，对于越来越频繁的中西
交流，他采取的是保守的态度。事实上，在其游记与附文中，康有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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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掩饰其对欧亚大陆东西两端文明交流的渴望，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
交流的重要性，他甚至在欧亚划出一个广阔的中间区域，呼吁国人对这
个地带加以关注。

康有为的文明叙述与法兰西学派导师涂尔干在同时期提出的观
点，一东一西，分别悄然展开，却有着相当多的不约而同之处。

《意大利游记》成稿后数年，年鉴派导师涂尔干完善了他的社会理
论，此后便先后对文明现象加以重点研究，将文明区别于启蒙主义“惟
一文明”（即美好未来的“必然世界化”），拓展了文明的历史视野，用“文
明”一词来指存在于包括“史前”在内的任何时代的“超社会体系”，由
此，又将文明区别于有清晰边界、等同或近似于近代国族的社会实体，
使文明得以恢复了其“国际关系体”的本来面目（王铭铭，２０１８ｂ）。

涂尔干将其建立的社会学传统与国际政治时势紧密联系起来，在
爱国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辨证中展开了社会学的新论述，提出了重新认
识“健康的意志”的主张。涂尔干（２０１４ｂ：１８９）指出：

正常的健康的意志，尽管精力充沛、血气方刚，但会接受
事物本身中固有的必然的依赖关系。人作为自然系统的一分
部，得其支持，同时亦受其所限，并因之而必有所赖。既然不
能改变自然系统的法则，那么就得服从它们；甚至当他运用这
些法则来达到自己目的时，仍然要遵从它们。如果完全从这
些限制和阻碍中解脱出来，他也就将自己置身于真空之中，也
就是说，脱离了生命之境况。尽管原因和方式有所不同，然
而，每个民族和个人都同样应受道德力之制约。没有一个国
家能够强大到这种程度，即在背离民意的情况下实现永久的
统治，并纯粹通过外在的强力来迫使臣民屈从自己的意志。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伟大到如此程度，即它不会纳入由他国汇
聚而成的更大的体系中，换句话说，成为巨大的人类共同体的
一部分，并且尊重它。就像无法逃离自然法王国一样，我们也
不能逃离普遍良知和舆论所建构的王国，因为它们是对那些
僭越行为做出反击的力量。如果所有人群起而攻之，那么国
家将无立足之地。
一样深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康有为，完全能够如涂尔干

那样想象到社会体与文明体之历史与现实优先性；他与涂尔干之间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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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某种差异，他中之要者莫过于涂氏借助史前史、考古学和民族志的
证据，拆除了１９世纪英国社会思想家们在野蛮与文明之间树立起来的
边墙，从而提出了一个适用于所有社会的理论，而康氏则依旧保留着启
蒙进步论中文野之别的观点。如果说“康氏改质从文，实以夷变夏”，意
在破除中土氏族—国家、家国传统，宣扬西方进化论（曾亦，２０１０：２），那
么，西方社会学家涂尔干之学，便可以说比康有为更接近于儒家之“文
质彬彬”观点了。另外，有趣的是，如果说近代法国与德国“一般思想”
有异，前者用“文明”压抑“野性”，后者为了强化民族文化而倾向于保留
乃至发扬“野性”（埃利亚斯，２００９），那么，康氏观点实比涂氏理论更接
近于近代法国的“一般思想”，而有别于德国的浪漫主义文化观（这不免
使我们想到这一点与其对德国政制的向往存在着严重矛盾）。然而，涂
尔干之所以要破除文野边界，是因为他有自己的现代性主张———这位
“西儒”致力于为共和制找到古老的“民间”文明基础，而康有为之所以
要保留文野边界，甚至为此而舍弃古代“文质彬彬”的理想，兴许是因为
他更倾向于在后世所称“轴心文明”（Ｊａｓｐｅｒｓ，２００３）之基础上思索现代
性———文明现代性———的另一种可能。正因如此，在《论语注》中康有
为才说，“孔子肇制文明之法，垂之后世，乃为人道之始，为文明之王。
盖孔子未生以前，乱世野蛮，不足为人道也。盖人道进化以文明为率，
而孔子之道尤尚文明”（康有为，２００７：卷九，４４５）。

涂、康二氏之异，也许也与前者对１９世纪进化论的扬弃及后者对
同一思想主张之弊端不加追究的态度有关。然而必须指出，有关文明，
二者间的认识分殊并不是根本性的。与涂尔干一样，康有为将类似于
启蒙主义的文明构想悬置在未来理想这个层次上，使之有别于事实上
的文明进程，他在自己的文明史论中杂糅了传统中国的治乱史观（梁启
超，１９９８：１３７—１４４），以之衡量欧亚不同的升平程度。在他笔下，文明
不像启蒙思想家想像的那样，直线前行，不可逆转，而总是会深受其所
在的大的地理和政治心理环境之约束而在乱与治之间来回摇摆。文明
之间的差异只不过是程度上的，要理解据乱与升平程度的不同，首先要
理解地理和政治心理环境的差异，可以认为，在附文《论五海三洲之文
明源土》中，康有为试图做的正是将治乱史观普遍化。涂尔干通过去除
文野之别实现了文明研究的普世化，康有为通过在进步文明论中杂糅
治乱史观实现了其一统文明主张的普世化，前者的气质是社会学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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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历史学的，两者用心揭示的问题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国”之历史
局限性及其在刚到来的世纪对世界和平潜在的严重威胁。

涂尔干之所以在完善其社会理论之后不久很快转向文明研究的构
想，乃因当年邻国德意志“国家高于一切”的看法勃兴，法国国内学界也
出现了不少借保守主义思想排斥国际主义的言论，涂尔干意识到，这些
正在将欧洲推向战争的边缘。

康有为比涂尔干更早意识到“国”之历史局限及其对世界和平潜在
的威胁，不受社会科学规范约束，康氏在陈述其主张时也比涂氏更为直
白。他更明确地将正在全球传播的国族政治模式视作一种扭曲（在他
看来，欧洲国族潜在着为利益而相互结盟和海外扩张的倾向）和历史错
误（在他看来，这种“部落化”的近代政制模式无助于国与国的和平相处
和共同繁荣）。而由《意大利游记》观之，康有为运用的文明概念接近涂
氏及其门生所提供的定义———在文本中频繁出现的“相对文明”，实际
包含着对国族主义文化论的严厉批判及对跨越国族社会的文明体系的
重视。

涂尔干和康有为，一个从共和制出发，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之间
摸索，一个从君主制出发，寻找据乱与大同之间的中间环节，两位同龄
人未曾谋面，其叙述方式各异，但有关国族、文明、世界诸问题，他们却
得出了相似的结论。这些结论是两人不约而同的忧患意识的表达。涂
尔干担忧，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不平衡会导致社会（国族）内部的失
序和社会（国族）之间关系的破裂与战争；康有为担忧，欧洲文明的“众
国之竞峙”传统中那些推动国族自强的因素正在成为东方的西方形象
中所有的一切，而这一传统也正在成为不少国人的迷信，让他们误以为
放弃自己的文明传统乃是走向未来的首要条件，其结果将是欧亚的一
个规模巨大的文明可能会从升平世退回据乱世。

９．如甘阳（２０１８：１）指出的，２０世纪中国人的主流看法是，“中国的巨大‘文明’是中国建立现
代‘国家’的巨大包袱”。

不幸的是，随着历史的推演，东西方两位现代思想导师所不约而同
担忧的事情在一个阶段中大部分成为现实。正当涂尔干在为文明的绵
续重新构想人文科学之时，在东方，一统在一度往据乱方向摆动之后得
以恢复，但在２０世纪这个“新战国时代”，它却不再能保持其内在品格，
这就使“国”消化了文明。９在完成其关于文明之人文科学的纲领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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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之后不久，一战爆发，涂尔干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了激烈批判，但
他没能等到战争结束便在悲痛中病逝了，而即使他能熬过战乱，他所目
睹的也不是他期望的结盟，而是“国竞”在欧洲的重演及国族制度的世
界化。

康有为１９１３年回国，在东方，他所体验的不同于涂尔干领导的学
派所经受的“牺牲”，而是共和制战胜君主制、新文化破除旧传统的转
变。此前，他不仅已关注到欧洲国族竞相扩张，看出“托于文明，其灭国
皆不明言，其割地尤欲徐至”（康有为，２００７：卷五，３２５），而且也关注到
旨在超越“国竞”的盟约体系（如维也纳体系）的出现，更亲往奥匈帝国
和奥斯曼帝国故地，考察这些一统政制的现代命运（章永乐，２０１７ａ：

１０８—１４０）。２０世纪刚来临，回国后，康有为先后加盟于袁世凯、黎元
洪、张勋等“旧势力”之中，一战结束后，他继续带着天下理想思考新旧
盟约体系的是非，最终在北伐军进入江浙之时突然在北方辞世。

从某个角度看，相比于康有为，涂尔干是幸运的。在其传人的卓绝
努力下，他的事业在一战后持续得到发扬光大。基于他建立的基础，法
兰西学派展开了系统的文明研究，他们中有不少人致力于在“古式文
明”中鉴知现代国族社会相互间关系的根基，包括“人之初”（“原始社
会”）交换体制（莫斯、列维—斯特劳斯）、欧亚古代文明（如中国和印度）
的关系（葛兰言）和阶序（杜蒙）、社会—宇宙论传统及“原始思维”之于
现代科学思维的“异趣”（列维—布留尔）。在法兰西学派中，汉学家葛
兰言眼光向东，在中国上古史中发现了与罗马帝国支配政治模式有着
鲜明差异的人伦式文明体制（Ｇｒａｎｅｔ，１９３０）。葛氏对这一远东文明体
制的叙述不少方面堪与康有为的道德之说相通。如葛兰言指出的，中
国文明来自乡野，而乡野给予它的养分不是乡民的自我封闭心理和共
同体制度，而是经由山川实现的跨社群“盟约”。“盟约”这个文明基质，
使历史上的中国充满内在多样性和外在关联性，既规定了社会形态，又
界定了王者作为上下（政治和宇宙观意义上的“上下”）内外（广义的自
我与他者关系意义上的内外）关系德性典范的属性。

法兰西学派时而用社会学时而用民族学来界定“人文科学”，直到
列维—斯特劳斯借用“社会人类学”一词来统称这个领域宽广的学术门
类之后，情况才发生改变。如果可以说在涂尔干社会学思想基础上建
立民族学，成就了后来的“社会人类学”，那么也可以说，２０世纪上半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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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起来的法国社会人类学，是一个有其独到关怀的学统。它既不同
于以英国为典型、以研究海外殖民地社会为主要任务的“帝国营造人类
学”，又不同于以德国为典型、以研究本国一般传统为主要旨趣的“国族
营造人类学”（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１９８２）。作为第三类，它的基本旨趣在于研究、
理解和推进介于社会（含国族）与世界之间的文明形成。带着这个共同
旨趣，法国社会人类学家有的将交换—结盟的社会和思维形态视作在
世界上普遍存在的“结构”，有的将亚洲文明传统（如中国和印度）和“原
始思维”视作他者，致力于借之反观西方社会生活和思想方式的问题。
而无论采取何种学术路线，法国社会人类学家在其研究中都充分表现
出对先在的、优先于“政治社会”的社会和超社会纽带的重视。

“学科后发”的中国社会科学界与法兰西学派立足于“第三方”对
“帝国营造”和“国族营造”学术所提的替代性方案距离甚远，其身陷社
会与世界二元对立概念的陷阱的程度也很深。相比于法国社会人类
学，在康有为逝世之后不久开始得到格式化的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其
奠基人也有一大批是从法国学成归国的（如凌纯生、杨堃、李璜、卫惠
林、杨成志、柯象峰等）（Ｘｕ　ａｎｄ　Ｊｉ，２０１８），但由于其产生的年代为“国
难当头”之时，这些学科在中国变换了身份，成为“国族营造”事业的一
部分，其民族志和“微观社会学”（社区研究）大多关注多民族“帝国”诸
族系和传统融为国族的历史及这个国族在遭际“海洋帝国”工业势力冲
击之时所面临的“内发现代化”使命（Ｗａｎｇ，２０１７）。这些“在中国的西
学”，也触及文明和文明关联现象，但总是将这些现象归结为国族（即
“中国民族”）内诸族系相处的历史迹象。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后，国人转
而将此类现象等同于古代国家建立后的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将文明
史改编为与社会实体之间的区域关联无关的阶段性社会形态。结果，
倘若社会人类学也存在于中国，那么，这门学科的旨趣便既非“帝国营
造”又非“文明复原”。尽管它时而也表现出对“帝国营造人类学”的向
往（如民国和近期出现的若干对域外的“民族志研究”），对于法兰西学
派所定义的介于社会与世界之间的中间现象（文明）它却向来缺乏兴
趣，而是安于以历史和社会科学研究方式复制对社会与世界的非此即
彼的区分。一旦这些成为习惯，那些在不同程度上趋近于文明现象的
论述（如多民族国家和“中外交通史”论述），便不会被尊重为“思想”或
“理论”，而那些带有最强烈社会与世界二分的论述（尤其是以国族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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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单元的中国史、社会学、政治学、政治哲学、经济学、历史学），则长期
在人文科学领域占据支配地位。

“在中国的西学”之知识困境并非独自出现。当康有为周游列国形
成他的文明论时，包括严复、梁启超、杨度等在内的知识人，多数在不同
程度上接受了欧洲“国竞”的结局（罗志田，２００７）。这一代知识精英可
能“都只是把采取现代西方民族主义路线的‘民族国家’道路看成是救
急之计，而并不认为是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长远之图”（甘阳，２０１８：３），
他们因此也都精心地在历史中寻找文明—国家的“国性”。文明的“国
性赋予”，固然可以被理解为现代中国获得“国际身份”和“国际竞争力”
的必要手段，但它所起的作用却也可能是“预料之外”的。民族国家对
文明的“异化”便是“国性赋予”的“预料之外”的作用之一。

康有为虽主张君宪“以日为师”，但在政制上却将日本划归濒海边
缘文明圈，认为它与欧洲国家一样有“分国”传统，实属今日所为之“单
一民族国家”一类。在他看来，近世日本学者著书立说之时，之所以“多
震惊欧美者”，乃因日本是个与据欧亚大陆核心地带的一统中国不同的
“小岛国”（康有为，１９０６：５３）。然而，事与愿违，康有为致力于通过周游
天下，获得世界思想，惠及文明之重建，东方的政治现实却出现了一个
转向。自１９世纪末起，新生代政治家便开始借用日本的单一民族国家
模式，随后将之加诸早进入过升平世的一统“合国”（多民族国家）文明
体之上，给日后的上下内外关系种下了矛盾生长之苗（王柯，２０１５）。

自２０世纪初起，学术话语上的“后康有为时代”也悄然到来，其间，
中国知识界中出现了“保守”和“激进”两派，保守的如辜鸿铭等，激进的
如鲁迅、陈独秀、陈序经等，他们沿着其共同画出的区分中西的清晰界
线区分各自立场，从不同方向抨击以贯通中印西为己任的康有为（萧公
权，２００５：４５９—４０３）。无论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激进的阵地
上，２０世纪前期众多的“后康有为主义者”都共同将国族／社会割裂于
世界，使内外关系的思考“退居二线”，而中西之分也成为立场之分的依
据，越来越绝对化，以至于介于中西之间的那个宽广的地带长期被思想
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排除在外。

在康有为时代渐行渐远的今日，借助对《意大利游记》的“个案研
究”，重访康氏的思想世界，让我们获益良多。这个“个案”承载着中国
异域志传统，康氏在其中对所经之“国”的山川草木、民情风俗、物质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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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政治、文物、艺术等加以详实记述，并将其对人、事、物的直接经验与
间接经验相联系，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考察了一个区域分布广泛、历史悠
久的文明之“性格”。

从这个“个案”，我们窥见了２０世纪初中国一位“先时之人物”的心
境。我们认识到，身在世纪转折阶段，这位先贤忧心忡忡，担心历史从
升平世退回据乱世。出于其忧心，他坚守着被其门生梁启超称为“中国
史家之谬”的正统观，主张“天下不可一日无君”，“天无二日，民无二王”
（梁启超，２０１４：１０７—１１４）。正是带着这一正统观，他“读万卷书，行万
里路”，找到了比较的方案。他发现，中西之异来自于其共同的分合消
长形态，这种形态使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同时也分立为“以合为
正”与“以分为正”两种不同正统论。

这一结论是通过对比得出的，必然会带有它自身的问题，比如，会
与康氏自己在同一本著作中进行的其他更具体的比较有不连贯以至于
矛盾之处。但必须重申，这个不以国族意义上的中国为出发点的对比，
带有鲜明的文明—国家旨趣，对于我们历史地理解中欧合国升平的不
同命运至今启迪极深。可以认为，正是由于欧洲文明“以分为正”，欧盟
的道路才如此艰难曲折，也正是由于欧洲有这个“正统”，不少欧洲国家
才会在欧盟建立后，持续摇摆于欧洲利益与各国利益之间，以至于诸如
英国之类的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后又选择脱欧。同样也可以认为，正是
由于中土有“以合为正”的传统，才可能在接受“国”的意象之后，一面怀
着文明的自卑感，向往着由“以分为正”传统生发而来的现代性，致力于
通过变成他者成就现代，一面满怀文明—国家传统的悲壮，担负着由新
兴“国族大厦”与旧有民族—区域“多元一体格局”（费孝通，２００４：１２１—

１５１；施坚雅，２０００）构成的沉重复合结构，度过漫长的２０世纪。
康有为既是“进步主义人士”，又是“富于保守性质之人”（梁启超，

２００９：３０６—３０７），他在向往某些西方国家近代物质文明之同时，倾向于
将西方古代文明进步的动因与东方道德传统（儒家）相汇通，主张发扬
东方传统的文明优势。他畅想世界的共同前景，为了构想大同的可能，
广泛综合了中西及中西之间的“中间圈”（如印度）文明理想的众多因
素。康有为思想表现出的两可属性根源于其复合杂糅的文明观（萧公
权，２００５：３６２），而这种观念正是涂尔干及其传人所求索的。

在１９０１年所著《印度游记》中，关于文明，康有为（２００７：卷五，５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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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如下一段话：
夫物相杂谓之文，物愈杂则文愈甚。故文明者，知识至

繁、文物至盛之谓……盖娶妇必择异姓而生乃繁，合群必通异
域而文乃备。
与涂尔干一样，康有为在通过比较鉴知差异之同时，也向往着不同

文明通过相互借鉴焕发其生命力，因而，在上面那段话中，他显然已将
半个世纪后才流行于人类学家中的联姻结盟观点运用于文明形成的理
解上。这一观点直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之后才在莫斯、葛兰言、列维—斯
特劳斯的相继努力下得以在法兰西学派中形成。康有为一面将欧亚分
为大陆地区与濒海地区，一面构想着二者之间中间地带的研究，甚至对
阻碍欧亚文明通道畅通的势力给予了带有批判性的历史考察。他焦虑
于亚洲历史的破裂，因而费了更多心思考察前一方面，使有关它的叙述
压抑了他对后一方面问题的追问。可以想见，倘若康氏当时的焦虑感
小一些，那么，他也许就有可能在他的“异域志”著述里减少文明的自我
表白，呈现更多文明“相杂”的动态画面，为我们迈向国族与世界之间的
中间环节指出更为明确的方向。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埃利亚斯，诺贝特．２００９．文明的进程：文明的社会发生和心理发生的研究［Ｍ］．王佩
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布罗代尔，费尔南．１９９６ａ．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一卷）［Ｍ］．唐家
龙、曾培耿，等，译．吴模信，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布罗代尔，费尔南．１９９６ｂ．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第二卷）［Ｍ］．吴模
信，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费孝通．２００４．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Ｍ］．北京：华夏出版社．
费正清．２０１０．中国的世界秩序：传统中国的对外关系［Ｍ］．杜继东，译．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出版社．
干春松．２０１５．保教立国：康有为的现代方案［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华勒斯坦，伊曼纽尔．１９９７．开放社会科学［Ｍ］．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

联书店．
甘阳．２０１８．文明·国家·大学（增订本）［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黄兴涛．２００７．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Ｊ］．中国近代

史 （２）：１－３４．
康有为．１９０６．欧洲十一国游记（第一编）·意大利游记［Ｍ］．上海：广智书局．
康有为．２００５．大同书［Ｍ］．汤志钧，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
康有为．２００７．康有为全集［Ｍ］．姜义华、张荣华，编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李泽厚．２００８．中国近代思想史论［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梁启超．１９９８．中国历史研究法［Ｍ］．上海古籍书店．

·４５·

社会·２０１９·３



梁启超．２００６．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Ｍ］．上海古籍出版社．
梁启超．２００９．南海康先生传［Ｇ］／／梁启超传记五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２８２－
３０７．

梁启超．２０１４．新史学［Ｍ］．夏晓虹、陆胤，校．北京：商务印书馆．
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２０００．忧郁的热带［Ｍ］．王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
列维—斯特劳斯，克洛德．２００９．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地位及其教学问题［Ｇ］／／结构

人类学（Ｉ）．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３１８－３５０．
路威，罗伯特．１９８４．文明与野蛮［Ｍ］．吕叔湘，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罗志田．２００７．天下与世界：清末士人关于人类社会认知的转变———侧重梁启超的观念

［Ｊ］．中国社会科学（５）：１９１－２０４．
钱穆．１９４７．读康南海《欧洲十一国游记》［Ｊ］．思想与时代（４１）：２６－３０．
渠敬东．１９９９．缺席与断裂：有关失范的社会学研究［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施坚雅．２０００．十九世纪中国的地区城市化［Ｇ］／／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主编．

叶光庭，等，译．陈桥驿，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４２－２９７．
唐文明．２０１２．敷教在宽：康有为孔教思想申论［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涂尔干，爱弥儿．２０００．社会分工论［Ｍ］．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涂尔干，爱弥儿．２００１．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Ｍ］．梅非、渠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爱弥儿．２００６．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Ｍ］．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尔干，爱弥儿．２０１４ａ．谁想要战争？———从外交文献看“一战”的起源［Ｇ］／／涂尔干：

社会与国家．渠敬东，主编．张国旺，译．魏文一，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２５４．
涂尔干，爱弥儿．２０１４ｂ．德意志高于一切———德国的心态与战争［Ｇ］／／涂尔干：社会与

国家．渠敬东，主编．魏文一，译．李英飞，校．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４７—１９１．
王柯．２０１５．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民族国家”、“边疆”与历史认识［Ｍ］．香港中

文大学出版社．
王铭铭．２００７．西方作为他者———论中国“西方学”的谱系与意义［Ｍ］．北京：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
王铭铭．２０１５．超社会体系：文明与中国［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王铭铭．２０１８ａ．社会中的社会———读涂尔干、莫斯《关于文明概念的札记》［Ｊ］．西北民

族研究（１）：５１－６０．
王铭铭．２０１８ｂ．在国族与世界之间：莫斯对文明和文明研究的构想［Ｊ］．社会（４）：２－５３．
汪荣祖．２００６．康有为论［Ｍ］．北京：中华书局．
韦伯，马克斯．１９８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Ｍ］．于晓、陈维刚，等，译．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韦伯，马克斯．２００４．中国的宗教·宗教与世界（韦伯作品集Ｖ）［Ｍ］．康乐、简惠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萧公权．２００５．康有为思想研究［Ｍ］．汪荣祖，译．北京：新星出版社．
谢冰青．２０１２．从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中的意大利形象看康有为对中国文明的态

度［Ｊ］．文艺生活（５）：１７—１８．
曾亦．２０１０．君主与共和：康有为晚期政治思想研究［Ｍ］．上海人民出版社．
张启祯、张启礽．２０１８．康有为在海外（美洲辑）———补南海康先生年谱（１８９８－１９１３）［Ｍ］．

北京：商务印书馆．
章永乐．２０１７ａ．万国竞争：康有为与维也纳体系的衰变［Ｍ］．北京：商务印书馆．
章永乐．２０１７ｂ．作为全球秩序思考者的康有为［Ｇ］／／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研

究报告（７）：１－４２．
张冶．２００７．康有为海外游记研究［Ｊ］．南京大学文学院学报（１）：４２－５３．
钟叔河．１９８５．寻找真理的康有为［Ｇ］／／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二种》／梁启超《新大陆

游记及其他》／钱单士厘《癸卯旅行记》《归潜记》．钟叔河，主编．长沙：岳麓书社：

·５５·

升平之境：从《意大利游记》看康有为欧亚文明论



１１－４８．
钟叔河．２０００．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Ｍ］．北京：中华书局．
Ａｓａｄ，Ｔａｌａｌ．１９７３．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ｌｏｎｉａｌ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Ｉｔｈａｃａ　Ｐｒｅｓｓ．
Ａｖｅｎｉ，Ａｎｔｈｏｎｙ．１９８９．Ｅｍｐｉｒｅ　ｏｆ　Ｔｉｍｅ：Ｃａｌｅｎｄａｒｓ，Ｃｌｏｃｋｓ，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Ｋｏｄａｎｓｈ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ｏａｓ，Ｆｒａｎｚ．１９７４．“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Ｅｔ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Ａ　Ｆｒａｎｚ　Ｂｏａｓ　Ｒｅａｄｅｒ：Ｔｈｅ　Ｓｈａｐｉｎｇ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１８８３－１９１１，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Ｊｒ．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Ｃｈｉｃａｇｏ：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６１－７１．

Ｄｕｍｏｎｔ，Ｌｏｕｉｓ．１９９４．Ｇｅｒｍａｎ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Ｆｒｏｍ　Ｆｒａｎｃｅ　ｔｏ　Ｇｅｒｍａｎｙ　ａｎｄ　Ｂａｃｋ．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ｃａｇｏ　Ｐｒｅｓｓ．

Ｆａｂｉａｎ，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１９８３．Ｔｉｍ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ｔｈｅｒ：Ｈｏｗ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　Ｍａｋｅｓ　Ｉｔｓ　Ｏｂｊｅｃｔ．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Ｆｅｉ，Ｈｓｉａｏ－ｔｕｎｇ．１９３９．Ｐｅａｓａｎｔ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Ａ　Ｆｉｅｌｄ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Ｌｉｆｅ　ｉｎ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Ｖａｌｌｅｙ．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Ｇａｎｅ，Ｍｉｋｅ．１９９２．“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ｄ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ａｎｄ　Ｍａｕｓｓ，ｅｄｉｔｅｄ　ｂｙ　Ｍｉｋｅ　Ｇａｎｅ．
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１０．

Ｇｅｅｒｔｚ，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１９７３．“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ｏｗａｒｄ　ａ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ｂｙ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３－３０．

Ｇｒａｎｅｔ，Ｍａｒｃｅｌ．１９３０．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Ｋｅｇａｎ　Ｐａｕｌ．
Ｊａｓｐｅｒｓ，Ｋａｒｌ．２００３．Ｗａｙ　ｔｏ　Ｗｉｓｄｏｍ：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Ｎｅｗ　Ｈａｖｅｎ：

Ｙａｌ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Ｍａｕｓｓ，Ｍａｒｃｅｌ．２００６．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ｈａｎ　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
Ｐｒａｔｔ，Ｍａｒｙ．１９９２．Ｉｍｐｅｒｉａｌ　Ｅｙｅｓ：Ｔｒａｖｅ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Ｓａｈｌｉｎｓ，Ｍａｒｓｈａｌｌ．１９８８．“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Ｐａｃｉｆ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Ａｃａｄｅｍｙ　７４：１－５１．
Ｓａｉｄ，Ｅｄｗａｒｄ．１９７８．Ｏｒｉｅｎｔａｌｉｓｍ．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Ｎａｔｈａｎ．２００６．“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ｉｎ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ｅｄｉｔ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ｄ　ｂｙ　Ｎａｔｈａｎ
Ｓｃｈｌａｎｇｅｒ．Ｏｘｆｏｒｄ：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Ｐｒｅｓｓ／Ｂｅｒｇｈａｈｎ　Ｂｏｏｋｓ：１－２９．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Ｊｒ．１９８２．“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ｄ：Ａ　Ｖｉｅｗ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ｅｒ．”Ｅｔｈｎｏｓ　４７：１７２－１８６．
Ｓｔｏｃｋｉｎｇ，Ｇｅｏｒｇｅ　Ｊｒ．１９８７．Ｖｉｃｔｏｒｉａｎ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
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ｍｉｎｇ．２０１７．“Ｔｈｅ　Ｗｅｓｔ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ｋｉｎｇ．”

Ｊａｐａｎｅｓｅ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ｙ（２）：９１－１２３．
Ｘｕ，Ｌｕｆｅｎｇ，ａｎｄ　Ｊｉ　Ｚｈｅ．２０１８．“Ｐｏｕｒ　ｕｎｅ　Ｒéé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ｅｔ　ｌａ　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Ｌｅｓ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ｓ　ｄｅ　ｌ’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Ｃｈｉｎｏｉｓｅ．”ｃＡｒｇｏ：Ｒｅｖｕ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
ｄｅ’Ａｎｔｈｒｏｐｏｌｏｇｉｅ　Ｃｕｌｔｕｒｅｌｌｅ　＆Ｓｏｃｉａｌｅ（８）：３７－５４．

责任编辑：田　青

·６５·

社会·２０１９·３


